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口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1840-1842,1856-1860) by YUAN, Zhen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8-30-2017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口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1840-1842,1856-1860) 
Zhen YU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tran_etd 
 Part of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ons, an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原贞 (2017)。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口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1840-1842,1856-1860)。(碩士論
文，香港嶺南大學)。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tran_etd/19/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口译者的
主体性和能动性（1840-1842,1856-1860） 
原贞 
哲学硕士 
岭南大学 
二零一七年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口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1840-1842,1856-1860） 
 
 
 
 
 
 
 
 
 
 
原贞 
 
 
 
 
 
 
 
 
 
 
 
 
 
此论文为翻译哲学硕士学位课程之部分要求 
                    
岭南大学 
                    
二零一七年 
  
论文撮要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中口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1840-1842,1856-1860） 
原贞 
哲学硕士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42,1856-1860），中英两国正式开启了官方交
涉活动与外交谈判。在这些交涉活动中，双方口译者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
了特有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本文拟对当时较具代表性的三位口译者进行个案研
究，他们分别是中国译者鲍鹏、黄仲畬和英国译者马儒翰。笔者通过挖掘相关
的一手、二手资料，并对它们进行缜密的文本分析，试图对三位译者在各自的
外交口译中所体现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出详尽的考证和论述。本文得出的结论
是：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特殊情境中，口译者往往背离“忠实性”原则:有的受到
自身生活或工作经历之影响，在口译活动中常带入自己的主观想法，独立做出
决定，此可谓口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有的采取跨界策略，在交涉双方不同
立场和态度之间游移，以达到斡旋和协调的目的，充分体现了口译者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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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人于中国活动范围大幅扩展，中外交往活动
日益增加，语言障碍问题渐次凸显。一向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屑与洋人打交
道的清朝官员不得不放下架子，开始与洋人接触，处理涉外事宜。由于一向忽
视外语人才的培养和培训，涉外翻译人才极度匮乏。于此种关键时刻，一些曾
为洋人充当买办或生意传话人的民间通事，便只得临危受命，担负起中外交涉
的翻译重任。虽然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和严格的职业训练，外语水平
和职业素养相对不高，而且由于身份复杂而得不到信任，甚至背负着“汉奸”
的骂名，但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借助于之前的工作经验和处事能力，扮演了多
重角色，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应对。鲍鹏和黄仲畬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人对中国也知之甚少。但为达
到与中国通商之目的，英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或商业渠道，如来华访问的马戛
尔尼使团与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等，搜集情报，详细了解中国的军事、经济
水平和风土人情。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适时启用了受过良好
中文教育、精通中国文化的译员担任战时外交译者，收集有关清军的情报和资
料，并为初来乍到的英国将领建言献策。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便是
其中表现突出的一位。 
本文选取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方译者鲍鹏、黄仲畬和英方译者马儒翰
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史料考证、文本探究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对三位译者在各
自口译中的行为表现、多重角色及其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进行考察，
以期客观准确地揭示和解读他们在口译中所体现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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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agency）。本文旨在通过选择性的个案分析，以一种新视角窥探鸦片战争期
间特有的翻译现象，在挖掘、考证和分析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口译者在相关
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做出客观评价。 
本文选择此三位译者的原因有三。第一，他们都曾经从事口译活动，且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他们集中体现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口译者的主体
性和能动性；第三，笔者获取的与他们相关的文献资料能够支撑本文拟讨论的
话题。 
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引言部分。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对相关术语
之理论、相关译者之过往研究进行了梳理。第三章为鲍鹏的个案分析部分，简
述了其主要口译经历，并重点对其买办、传话人、调解人与协商者等多重角色
及其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为黄仲畬的个案分析部分，简述
了其工作经历及英语水平，并重点分析了他在广州战役、天津谈判和上海谈判
的翻译中所彰显的能动性。第五章为马儒翰的个案分析部分，简述了其翻译经
历及中文水平，并重点分析了他在《穿鼻条约》和《南京条约》谈判中所体现
的能动性。第六章为结语部分。 
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者发现，翻译研究倾向于提炼结论，而
历史研究则倾向于将事件回置于所处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Footitt 2012: 
218-219, Rundle 2012）。解决这一冲突的有效办法是，将关于笔译或口译活动
的个案研究置于历史语境中，对这些翻译活动进行具体分析，得出一些归纳性
观点。此外，提炼这些观点未必意味着要在不同个案之间寻找相同点，亦可从
多个视角观察翻译现象，以求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画面（Svetlana 2016: 
200）。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学理方法，对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口译者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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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这三位口译者各具特色，其身份或职业性质并不属于同一
类别。严格地讲，中方译者鲍鹏和黄仲畬应被列入“通事”类别，即近代广州
行商制度下一种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身份介于官方与半官方之间（叶霭云 2016：
119）。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他们和其他一些悉知一
点外语的人适时应务，获清政府官员临时雇用，担负起中外交涉中的口译任务。
二者的不同点则在于外语水平上，由于黄仲畬的外语水平优于鲍鹏，因而更具
有“译者”的资格。然而，英方译者马儒翰与这两位中国通事不同，属于严格
意义上的“口译官”类别。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曾获英国官方任命为驻华
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不仅从事笔译工作，而且是担任中英交涉口译
任务的首席译员。与中国通事不同，他拥有正式的官职。所以说，“通事”和“口
译官”两种身份或职业在其内涵及所附带的意识形态和公众期望上，都有明显
的不同之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通事所担任的工作已经主要固
化于翻译活动之上，这一点在下文的文献综述中有较详细的论述。因此，本文
未加区分地将鲍鹏和黄仲畬两位通事视为同马儒翰一样的口译者，是有历史依
据的。从宏观上看，他们三人皆在各自所参与的外交交涉中发挥了语言上的协
调和桥梁作用，因此，他们在本文中均被界定为“口译者”。但从微观上看，他
们三位属于不同的个体，各自的身份和官职性质都不同。正如叶霭云（2016：
118-119）所言，即使广东通事在翻译讯息的过程中，为了顾及工作效率而未能
实现翻译的准确性，也是人之常情，是可以予以理解的，这是当时外贸体制的
特殊语境下所产生的译员应对之道。叶霭云在其研究中将广东通事视作译员，
也成为本文将通事视为“口译者”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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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在人类发展史上，翻译活动始终是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其中，口
译活动和笔译活动一样，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切形式的口译均具考察意
义，因为它们皆扎根于人民生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中。随着人们对口译
作用的充分认识和正确理解，口译史研究渐次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国内外的译者研究持续升温。论者们开始从多个视角分析和解读口译
者及其口译实践，这些文献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参照。下面对部分代表
性文献作一综述。 
 
2.1. 译者的主体性 
 
对于译者主体性的含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述，译论家杨
武能（2003：10）认为：“翻译的主体是人，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
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创造的客体。而在这个创造性活动中，
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 
查明建、田雨（2003：21）提到，主体性指的是“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
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具体来说，“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
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
主体服务的特性”（王玉樑 1995，引自查明建、田雨 2003）。“主体性包括目的
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 （查明建、田雨 2003：21）。他们把译者主
体性界定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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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本质特征是翻译主
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笔者认为，译者的主体性
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时所发挥出来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与主
观能动性。本文所用的口译者之主体性，其内涵与上述提到的“目的性、自主
性、主动性”皆有些许相似之处。笔者基于这样的理论阐释，侧重考察主体性
在鸦片战争期间口译者身上的具体体现。 
在口译研究领域，Cronin 提出了口译研究中的 “文化转向” （2002: 46），
呼吁口译研究者更加重视“权力”、“阶级”等概念在口译场域中的重要性。不
过，Cronin 并未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口译者作为两种文化间的协调人，势必要
在不平衡的权力主体中进行协调，因而他们本身自然已经成为一方主体。
Anderson （1976: 218-221）认为，口译者恰恰凭借其双语优势，很大程度上
拥有了对口译现场的控制力。这一观点于本研究有重要启示，本文将借鉴这一
思路对鲍鹏、黄仲畬和马儒翰的口译活动进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Baker（2006: 114）的“叙事理论”对本研究亦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该理论的“选择性挪用”概念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对
即将传递的文本或话语须包含哪些事件或经历等问题做出定夺，即译者享有筛
选信息的权力。但是，在 Baker 的阐述中，这一情形并未被归结为口译者的主
体性和能动性。 
从本质上讲，上述研究皆是涉及译者自主决策能力的分析和探讨，但却没
有将之归结到译者主体性这一概念上来，也并未将其与研究的史实和个案结合
起来，因此为本文留下了探究的空间。基于这样的学理思考，本文拟从译者主
体性的视角，对鸦片战争中的典型口译个案进行多维的考察。这将有助于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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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形成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2.2. 翻译研究中的“社会行动者”与“能动性” 
 
Inghilleri 的研究（2005: 126）认为，翻译研究的重点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向
了对译者本身的关注，对其角色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对其积极参与译作创造的
社会与文化行动者（social and cultural agents）作用之研究。她强调，翻译研究
者应当将译者视为社会或文化行动者进行研究。这一点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启
发意义。但她未曾提及，口译者在其“译作”中，即在其传达的话语中，也进
行着不同程度的“创造”，既发挥着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s）的作用，也在翻
译策略上发挥着不同程度的能动创造作用。在本文的个案分析中，笔者将对三
位口译者的文化行动者作用和外交变通作用等进行讨论。 
Scott 与 Marshall（2009），Buchanan（2010），Milton 与 Bandia（2009），
Buzelin（2011），Kaptelinin 与 Nardi（2006），Kinnunen 与 Koskinen（2010），
以及 Khalifa（2014）皆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各自关于译者“能动性”（agency）
的定义或主张。其中 Milton 与 Bandia（2009: 1）认为，翻译活动中的社会行
动者应当包括各种自主个体，他们能够促进文化创新，影响事件结果，调整事
件状态。这一观点对本文的文本分析和个案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本研究
将借鉴这种论述，对鸦片战争时期的三位口译者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因为他们作为口译者，均在各自所处的敌对或抗争性外交谈判和交涉中发挥了
缓和紧张事态、影响事件结果的能动作用。 
Guo（2015: 2）认为，虽然口译者的“墙头草”策略给研究者留下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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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专业”和“工于心计”的印象，但只要研究者从译者能动性的视角去考察，
就会有富有意义的新发现。她注意到，处于冲突环境中的口译者，往往会在两
种政治立场或两个阵营之间穿梭游走，不停地变换立场。这体现了口译者在冲
突语境下的一种特殊性。在考察了中日战争中两名口译者之后，Guo（2015: 12）
得出的结论是，口译者的语言技巧、社会技巧、文化知识、调解和协商能力既
是其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资本，亦是其在不同团体之间赖以调解的基础。他们
这种跨界于不同权力主体间的做法也许是一种为求生存的实用主义策略，但也
的确能够提供一个缓冲空间，既可以保护生命财产，又有利于推进和平协商的
进程。她的观点为本研究明示了一条考察路径，本文将重点关注鸦片战争期间，
三位口译者如何在变换立场中凸显其能动性。不过，与其研究有别的是，本研
究还将更多地关注口译者的文化协调作用，而非仅限于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易于
变换立场的特性。 
就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异同而言，其共通点在于，两者皆强调译者的自主权，
皆具有希图独立成为一方主体的特点；而不同点在于，前者强调个体的自发意
识，不注重结果是否改变；后者则强调，个体作为社会行动者，能够改变事件
状态，影响事件结果，因此只有改变了结果，才可被视为具备了能动性。 
 
2.3. “通事”一词之由来与定义 
 
姚从吾（1981）、萧启庆（1997）、乌云高娃（2001）、Lung（2011）等学者
皆对 “通事”一词的由来及其意义的演变作了相关考证和阐释。姚从吾（1981: 
13）提到，“舌人改称通事，大概在唐代末叶，或辽宋初年。南宋以后，始废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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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译者，专称通事。”Lung（2011: 60）指出，自唐末开始便有通事一职，为
一般事务官。唐代的翻译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译语，主要负责为外使提
供口译服务；另一类是藩书译语，主要负责翻译外使向中国递交的国书。宋、
辽、金、元时期，均有设立通事，通事作为口译人员被普遍使用。这时的“通
事”为中原地区对口译者的称呼。 
据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6: 130）记载，十八世纪下半
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广州与西方商人接触的通事被称为“广州通事”。自十
八世纪广州英语开始流行至鸦片战争结束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被称为“广州
通事”的活跃时期。 
黎难秋（2002: 140-141）指出，“有的中国人在与洋人的贸易、税务等各
项交往过程中，渐渐地学会了少量的日用外语，少数人甚至也能翻译一些像税
单这样的文字资料。”有个别人只是民间的老百姓，既非官员，也未进过正规外
语培训机构，也能为洋行所聘，成为买办、经纪人或翻译人员。这样一些民间
自发出现的“通事”与“买办”，承担了十九世纪中叶同外商交往的口头翻译任
务。 
司佳（2002）分析了导致译者地位在中外语言沟通中自下而上提升的因素
和社会背景。她对“通事”和“翻译官”各自所产生的历史原因做出了解释，
认为这一称谓的转变，代表着清政府对待洋人和外语的态度之转变。 
周毅（2005a）对广东通事的角色特征及其演变过程做了分析，并揭示了近
代中西交往的一些特点。他对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通事在中西交
往中职务的转变过程作了考察，并列举了各阶段其他人对通事的评价。他的研
究对本文有一定启示，但二者不同的是：他讨论的角色带有官职性质，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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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角色或身份，而我讨论的角色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带有象征意味的虚体角
色。两种行文思路大为不同。另外，他对通事的评价略带贬义的口吻，而本文
将相对客观地对通事进行讨论。 
周毅（2007）将通事当作一个社会群体加以考察，对十九世纪中叶上海通
事职业的出现及其社会地位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在近代中国，
通事是最早一批和西方打交道的中国人，因而也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最先熟
悉西方人的风俗习惯（2007: 50）。这一观点与本文的观点相吻合。笔者认为，
虽然通事在一些历史记录中显示出粗鄙的、不专业的形象，但也须将其置于当
时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承认他们在中西近代交往中的关键作用。实际上，
正是这样一个遭受诟病的群体，能够适时应务，被时代所选中。这即为他们值
得研究之处。 
季压西、陈伟民（2007: 97)发现，通事是广东贸易体制中的重要角色，尤
其是随着中外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通事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在
中西贸易中履行着多项职责”。《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广东贸易时期宣告结束，
进入条约时期。“通事”一词又恢复其原有意义，广东贸易制度下的“通事”含
义渐渐淡化，转变为泛指一切协助中外语言接触、交流，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员。
此外，季、陈还发现，通事的职责和地位在条约时期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有的
通事阶层逐渐被新生的买办阶层所取代，这一时期通事的职责趋于单一，主要
是从事中外交往中的翻译工作。 
叶霭云（2016）针对十三行贸易体制（1757-1842）中一名常为学界提及的
通事“老汤姆”，作了较之先前更为详细和广泛的史料梳理，对 “老汤姆”（蔡
宽怀）的身份、通事家族及其宽和通事馆进行了新的考证，并对其在“印度水
10 
 
手案”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估，得出了与之前相关研究不尽相同的结论，
认为“老汤姆”与其他通事相比，算是比较成功的。 
上述众多研究对“通事”一词的由来、定义和内涵作了详尽的、互补式的
考证和阐述，并对一些通事进行了个案研究，为本文正确而恰当地使用这一概
念进行分析和探讨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将以个案分析法从不同的视角再度聚
焦通事这一职业群体。 
 
2.4. 有关晚清外事译语人的研究 
 
2.4.1. 鲍鹏 
 
季压西、陈伟民（2007）以历史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考据，围绕“鲍
鹏案” 探讨了鲍鹏与清廷官员琦善非同寻常的关系，并发现鲍鹏在第一次鸦片
战争期间的广州秘密外交中、在莲花山以及蛇头湾的会谈中，多次以传话人的
身份出现，由此证明了他在当时的外交谈判和交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的
研究结果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对本研究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不过，他
们的研究路径是围绕“鲍鹏案”展开的，而本文的研究视域不会专门对这一案
件进行分析，而是以崭新的视角、在更长更宽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下对译者鲍鹏
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更加深入而全面的探讨，试图发掘其所充当的多重角色，其
主体性的复杂表现形式，以及对其多重角色和主体性产生影响的历史语境和社
会条件。 
王宏志（2011）采取搜集、考据史料和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围绕“鲍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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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这一历史事件作出讨论。其研究的借鉴价值在于：一是注重征用大量的一
手史料，对译者生平、身世、过往经历及其翻译实践等史实追根溯源，例如，
为了梳理和还原上述案件的审查过程，他征用了各种体裁的一手史料，包括官
员奏折、皇帝谕旨、外交照会、条约、谈判记录以及多方人士的口供材料；二
是广泛借鉴中外作者和研究者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取得新的
突破，得出关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新结论。不过，他的研究似乎缺乏对作
者自己观点的彰显。譬如，他运用不同来源的史料，展示它们各自对上述历史
事件的记述和观点。但当这些史料出现相左的观点时，他并未说明会选择哪种
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因而弱化或模糊了自己的观点。本文将根据自己的研
究假设，从译者研究的视角聚焦鲍鹏，考证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充当的多
重角色，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外交谈判中所体现的主体性进行探析。 
盛一隽（2010）从目的论的视角，基于一定的史料，对鲍鹏在《南京条约》
前期谈判活动中的主要表现作了分析。不过，他的研究缺乏多样史料的运用和
考证，只是着重在目的论理论层面，证明了鲍鹏的个案能够适用于目的论理论
模式。而本研究将运用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 
 
2.4.2. 黄仲畬 
 
有关黄仲畬的研究，蒋孟引（1965）有所涉猎，提到了黄仲畬的教育经历
及其在《天津条约》谈判期间与英方的互动，引用了部分英方的文献资料，并
从英方官员的公函中探寻黄仲畬在大沽战役期间与英方官员的交谈以及对英方
提出的意见，希图证明黄的立场其实就是希望英方直接用炮火打开中国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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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孟引的研究不仅为本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而且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
线索。不过，他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并没有对黄仲畬特有的译者现象
进行剖析和评述。我将从这一线索出发，搜索更多的英文资料，希冀在更大程
度上还原当时的翻译场景，揭示黄仲畬在中英官员之间的“摇摆”现象，以及
导致这种现象的历史原因。此外，本研究还将从口译者能动性的角度对黄仲畬
的表现进行分析，重点揭示黄仲畬如何在两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进行协调和
变通，充分发挥其文化调解人的作用，以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一译者
现象。 
季压西、陈伟民（2007）的研究主要从广州城之战、天津谈判和上海谈判
这些历史事件来考察黄仲畬，相对于蒋孟引的研究而言，季、陈的研究更加全
面地介绍和评述了黄仲畬的工作经历、真实身份及其在天津谈判和上海谈判中
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黄仲畬实属一名双面间谍，即是说，他在
中英谈判和交涉的翻译活动中，实为英方服务，为英方谋取利益，只是在中方
官员面前骗取了信任。因此，他们认为，清政府官员相信并重用黄仲畬，是导
致战争失败的因素之一。由此说明，清政府当时并未吸取先前的教训，依然轻
信和重用略懂夷语的人。显然，季、陈的研究对黄仲畬这种译者持批判和否定
态度。但是，本研究将从中立、客观的立场探讨此译者及其口译活动，在借鉴
季、陈所运用的中方史料基础上，还将参考更多其他的中文史料，尽可能发掘
黄仲畬个案的历史原因及其本人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对其口译活动的影响。 
盛一隽（2010）的研究亦从目的论层面，对黄仲畬在天津谈判中的主要表
现作了分析，同样证明了黄仲畬的个案能够适用于目的论的理论模式。而本研
究将借助于更多的核心史料和外围资料，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黄仲畬的翻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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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和历史作用，及其跨界于中英不同立场之间所体现出的译者能动性。 
 
2.4.3. 马儒翰 
 
胡其柱、贾永梅（2010）对马儒翰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之作用进行了探讨。
他们从“翻译的政治”视角对马儒翰这一鲜有的译者现象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并通过例证，揭示了马儒翰作为一名“居中翻译”在中英双方的诸多会谈中和
其他多个重要场合的真实表现以及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他们的研究视角和
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通过分析与马儒翰相关的史料，证明他在战时的外交谈
判和交涉中所发挥的广泛作用。而本文将从全新的视角，进行深层的文本分析
和解读，重点聚焦译者的文化调解人角色和主观能动性。 
王宏志（2012）的探讨中亦涉及到马儒翰。他主要从史料中抽丝剥茧，找
寻线索，再将线索串联，并加以合理推断和去伪存真，得出其研究结论。通过
对史料更深更广层面上的查阅、研读和分析，纠正了以往该段历史的研究者在
史料上的纰漏或错误。经研究发现，在鸦片战争期间，马儒翰充当了极其重要
的角色，不论是口头翻译，还是文书翻译，他都承担了重要任务。王宏志的研
究对本文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他发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其中提到了张喜撰写
的两本材料，一本是《探夷说帖》，另一本是《抚夷日记》，认为从这些材料里
能够窥探出马儒翰在谈判期间的活跃表现。但他并未对此作出详细的文本分析。
受其启示，本研究业已发现这两本材料的重要性和借鉴价值，并将从译者能动
性的视角对其进行详尽的文本分析，希图揭示马儒翰在谈判中如何体现其能动
性与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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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树林（2014）主要从马儒翰在英华书院所受教育和培训的角度，对马儒
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研究。他基于一定的史料，对马儒翰
在《南京条约》谈判等外交活动和传教活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行了概述。他
的研究成果无疑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性材料。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还将
借助于更多的史料，重点关注马儒翰在 1840年，即《南京条约》之前，与中国
官员之间的交涉活动，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广东，还有浙江等其他地区。此
外，谭的研究对马儒翰的口译活动涉及甚少，其关注的重点是马儒翰的笔译活
动。而本研究的焦点则是马儒翰的口译活动。 
王宏志（2015a）对马儒翰在谈判期间把 “the Island of Hong Kong”翻译
成“红坎山”的原因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和解释。他（2015b）也对马儒翰在《南
京条约》中“领事”一词的翻译，从历史脉络上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他（2015c）
还讨论了马儒翰在翻译“巴麦尊照会”时所采用的部分措辞，认为这是影响道
光帝对英政策的因素。不过，同谭树林的研究一样，他的这些研究也是着重对
马儒翰的笔译活动进行分析。而本研究则主要关注其口译活动。 
李斯、胡若羽（2015）从文化焦虑的角度考察了马儒翰在翻译《南京条约》
时对原文意思所进行的改写行为，认为这是译者在翻译中试图克服文化焦虑使
然。他们的这一研究视角对本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主要表现在：他们主张
中立客观地看待该时期的翻译活动。这与本研究主张有相似之处，因为笔者也
强调从文化中立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历史背景下的口译活动。 
 
2.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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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上述文献涉及与译者主体性、译者能动性、通事一词的由来及定义，
以及与本文拟探讨的三位口译者等相关的研究，它们均从不同层面为本研究提
供了借鉴价值。本研究将在它们的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 
本文将以两次鸦片战争为历史语境，主要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讨三位口
译者在冲突性语境和跨文化交际中的多重角色及能动作用，以及角色演变和能
动作用背后的社会文化缘由，并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和归纳，以期丰富某些翻
译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填补翻译史研究的一些短板和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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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鲍鹏的口译经历及其多重角色与主体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第一次英中战争）（1840-1842）期间及其
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口译者在中英交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清政府完全不
重视外语人才的培养，中国口译人员极其匮乏。然而，在当时，一个名为通事1的
职业群体，在广州行商制度2的运作下肩负多重任务，其中包括语言协调工作。
当中一位倍受争议的通事就是鲍鹏。 
 
3.1. 鲍鹏的主要口译经历 
 
鲍鹏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一位不可多见和十分活跃的口译者。他于 1792
年出生于香山（今广东中山），年轻时习得一些洋泾浜英语。1828年，他曾在广
州一家美国商馆任买办。1829年，他又在美国商人闭黎开办的商馆内任买办。
1836 年，他开始担任英国鸦片商人颠地（Dent）的买办。在此时期，他主要负
责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商务口译。 
1839 年，由于担心自己因贩卖鸦片而被林则徐3通缉逮捕，鲍鹏逃至山东
潍县，躲藏于其好友招子庸处。后来招子庸将鲍鹏推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协
助他处理与山东英军的交涉工作。 
                                                             
1 “通事”一词在英语中经常被翻译成 linguists， 如在文献 Hunter (1994)、Dyke & Arthur 
(2005)中。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中国，“通事”一词指那些中国本土负责与外国人
打交道的笔译者或口译者。 
2 在行商制度下，行商是一个集团，垄断了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 (Hunter 1994: 20)。
他们控制了对外贸易，并且担任了很多种类的官方职责，包括代表清政府处理对外事
务 (萧国亮 2007)。 
3 林则徐 1838年被委任为广州钦差大臣，1839年 3月到达广州。他负责广州的禁烟工
作，包括禁止人民吸鸦片烟以及禁止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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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鲍鹏又经托浑布推荐，成为清廷官员琦善的贴身专职译员。随同
琦善到达广东后，鲍鹏获任命成为代表琦善参加中英广州谈判的唯一译员。事
实上，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已经成为琦善的全权代表。然而，他涉嫌向英人
泄露广东的海防机密和国内军情。虽然缺乏可靠证据，鲍鹏与琦善均同告被捕
入狱。琦善是因为私自签订穿鼻草约4而被道光帝下旨逮捕的。1841年，根据道
光皇帝的谕旨，鲍鹏被流放到新疆伊犁，判处终生服劳役的刑罚，由此结束了
自己的口译职业生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四册 1992: 55-56）。 
 
3.2. 鲍鹏的多重口译角色及其相应的主体性 
 
从鲍鹏的口译经历中能够看出，复杂的背景和工作经历，混合的身份和多
重角色等特点，特别是他深度介入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英广州谈判且在其
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的事实，皆使得他成为一位备受关注的译员，在近代翻译史
上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此外，其口译活动所彰显的译者主体性亦具有较高的
探究意义。迄今为止，翻译史领域对这一问题尚未有较多研究。本章将围绕译
者进行分析，重点在于对鲍鹏口译者角色的讨论，而不在于严格意义上的口译
行为，即具体的中英话语之对比分析。 
需要指出，本文用到的“译者主体性”之概念，涵盖特有心理、自由意愿、
独立判断和决策能力以及操纵能力等要素。以下对于鲍鹏主体性的探讨即围绕
                                                             
4 穿鼻草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由中英两国在广州的外交代表琦善和查尔斯·义律达
成的。英军海上封锁广州城后，迫于压力，琦善同意将香港岛给予英国，并给予英国
六百万银元作为鸦片赔款，与英国进行正式外交来往，重新恢复与英国在广州的贸易。
1841年 1月 20日，双方协定了这一草约，但它并没有得到两国政府批准，因而未能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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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素展开。此外，译者的多重角色与其主体性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本
文也将尝试作一探究。 
 
3.2.1. 作为买办的口译者 
 
据史料记载，鲍鹏在与英方的交涉和沟通中，首个有记录的角色便是买办。
这一角色使他有机会私自帮助外国人买卖货品，从中获利。 
鲍人馆患病回家，鲍鹏私自代充，先后当买办，时代夷购牛、羊、鸡、鸭各
项食物，每年工资洋银六十外，又赚银约二三百不等。（中国史学会，第三
册 1957: 255） 
鲍鹏甚至曾私下帮人代买鸦片，以获取更大利润。这种行为在当时非常危
险，一经告发，就将受到官方的抓捕。鲍鹏的确遭遇过这种风险， 
十七年八月，有素识之通事何辉，托鲍鹏代买鸦片烟膏，当向香山县人莫权
买得六两，价银一百二钱。十八年又代闽客王姓向快艇生理之香山县人黄文
灿，买得烟土一包，给价十三元半，俱自过付。是年十二月，有夷馆通事何
得，向鲍鹏借洋银一万，因旧欠伊八千元未还不允，何得仍恳借七千，声称
如不照数，即欲控诉伊贩鸦片事，鲍鹏畏累，于十九年二月，潜避至山东潍
县署。（中国史学会，第三册 1957: 255） 
上述资料显示，鲍鹏在充当买办的角色中曾经赚取大笔钱财，因为这一角
色主要负责中英商人之间的语言和商务沟通，获取经济利润的机会颇多。但这
一角色也给他带来很大风险，因为在那时，雇用买办本应遵守严格规定，买卖
鸦片更是违法。 
买办责成通事保充……由府县查验，给牌承充，……私付夷船，代为经手买
卖，或私充买办，接济食物各犯，均饬地方文武，随时拿究。（齐思和等，
第一册 1964: 264） 
以下材料能够说明当时林则徐禁烟运动政策强硬： 
林则徐执行禁烟任务的基本策略是，对所有染上鸦片烟瘾或涉足鸦片贸易的
中国人，一律采取严厉而强硬的政策。而对于外国罪犯，则要构筑一条坚固
的防线。（Chang 1970: 126，我的译文） 
由此可见，当时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奉旨来到粤省，为尽快抓捕贩卖鸦片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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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彻底整治广州地区的鸦片泛滥问题，他不仅制定了强硬的禁烟策略，而且
采取了极为高效的手段和办法。 
林钦差命令广东省的法官和财政专员立即派遣一些身着便衣的可靠之人，抓
捕被控的鸦片贩子，搜集他们犯罪的证据。（Chang 1970: 128，我的译文） 
 
林钦差在 16周内关押罪犯人数和没收鸦片烟枪数量分别是邓廷桢总督 3年
内抓捕罪犯人数的 5 倍和没收鸦片烟枪数量的 7 倍。（Chang 1970: 129，
我的译文） 
林则徐处事风格雷厉风行，且整治鸦片之风态度强硬，令贩卖鸦片的商贩
闻风丧胆。较之于此前负责执行该项任务的两广总督邓廷桢，林则徐着实更胜
一筹，其威严和震慑力也由此得以突显。 
毋庸置疑，作为买办的口译者，鲍鹏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的特有心理上。
一方面在这种商贸导向的口译活动中，自主发挥买办的角色或职能确实可以带
来诱人的经济利益，鲍鹏同其英美老板一样，尽力追求利润；另一方面，这种
擅自违背官方规定的行为潜藏着极大风险，势必带来严重后果。他十分害怕被
捕而受到清政府官员严厉的处罚。这种双重特点常常在心理上困扰着鲍鹏，并
对其之后的口译活动产生影响。 
 
3.2.2. 作为传话人的口译者 
 
19世纪 30至 40年代间，中国的对外交流有一个惯例，即清朝官员不是直
接与外国人打交道，而是临时安排一些通事担任政府官员与来华外国官员或商
人之间的传讯人，负责中外口信、书信和文件的双向传递。1840年 9月，山东
巡抚托浑布接到报告，说有一艘外国船只停泊在登州口岸附近的海面上，又听
说鲍鹏熟悉英语，可以派上用场，便命令刚刚抵达山东的潍县县令招子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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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带至登州口岸做传讯人，协助他跟船上的外国人进行交涉，应对和解决突
发事件。当时，确有几搜小舢板船驶入口岸，船上的人不时上岸来取水。 
关于当时鲍鹏传递信息的过程，以下有一段自述： 
见了夷人，手行夷礼，彼即与我答话。问他“来此何事？”称“要买些食物”。
次日，托大人唤我同董巡捕到大夷船，见他头目。他取出洋钱二千，托我代
办东西。我未敢接受。回禀托大人，大人云：“如果安静，可以赏给，不必
要他钱”。后来就赏以物件。（中国史学会，第三册 1957: 253） 
这段自述详尽说明了鲍鹏确实在托浑布和英国人之间扮演过传话人的角色。
在当时的情形中，他的具体任务便是负责传递托浑布和山东登州英国海军官兵
之间的对话。 
作为传话人的口译者,鲍鹏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面临经济利润诱惑时能够
独立做出决定，虽然这种决定尚处于心理层面，并经历了内心挣扎。具体而言，
这一角色的主体性在鲍鹏该段口译活动的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体现。第一个层
面是他向英国人打招呼，询问他们岸边泊船的意图。在这一层面上，他的主体
性受限程度较高。第二个层面是他决定是否帮助外国人购买货物，以及判断“夷
人是否安静”。相比之下，在第二个层面上译者的自主权力较大，受限程度较低，
主体性更容易释放出来。 
换言之，第一个层面只要求译者运用其语言能力，而第二个层面要求其不
仅具备外语交际能力，而且具备自我判断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例如，面对外国
人的购货请求，鲍鹏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回应。他之所以拒绝了外国人的请求，
多半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危险处境：为了逃避官方通缉的风险，他正躲
藏于异地好友官员的府上。 
倘若鲍鹏这时还似以前那样，以买办的身份担任译员，这对他来说不失为
拓展商机的契机，他必然会欣然应允外国人的请求。但此时，他已正式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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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官方服务的传话人，协助山东巡抚托浑布处理对外交涉事宜，为了自身安
全，每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此，做出拒绝的决定，实属慎重之举。 
这段文字中还有一处值得探讨。“见了夷人，手行夷礼，彼即与我答话。”
从这句话能够窥见一个细节，鲍鹏见到英国人后，主动上前向他们行礼，而关
键在于，他行的是“夷礼”，即英人行礼方式。这个微妙的细节即可反映出，鲍
鹏业已十分熟悉与英国人打交道之方式，甚至习惯性用英人的方式与其打招呼。
此处可以看出鲍鹏在与英人交往时的主体性，他在那一瞬间作出选择，选择行
夷礼，而非中国礼。他主动选择一种能让对方更惬意的方式与其展开对话，也
就体现着他的自我判断能力和自我决策能力。 
另有一段鲍鹏自述如下: 
二十八日，交给我文书一件，云是许他全岛，叫我看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
复，不要给他。我到澳门，见了义律5，看光景不好，没有付与，回缴中堂。
（中国史学会，第三册 1957: 253） 
这段自述显示，在 1840年的中英广州谈判中，鲍鹏同样充当了中方谈判代表琦
善和英方外交代表查尔斯·义律之间的传话人角色。实际上，在整个广州谈判
期间，琦善和义律只有两次面对面的谈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三册 1992: 
530-531），其他的所有谈判都是通过传话人来传递信息和文件，而最重要、最
活跃的中方传话人便是鲍鹏。 
 
3.2.3. 作为调解人的口译者 
 
下面的文字记载出自英国海军军官 Bingham 撰写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一
书。从中可以看出，鲍鹏在山东期间，曾经充当过其上级与英国人之间的调解
                                                             
5 查尔斯·义律是 1836 年至 1841 年英国政府任命的驻华全权代表和驻华商务监督。 
22 
 
人角色。 
鲍鹏一直在停泊的船只上收集各式各样的物件，他想拿这些物品作为礼物送
给那些清朝官员。在其中一艘船上，他买到了一架望远镜。艾尔斯船长给了
他一些不倒翁和酒杯——所有的玻璃制品都是中国人十分稀罕的。这是可以
送给他们的最受欣赏的东西了。他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将一把指挥刀送给他
的上级官员，我们不能应允他。但是他劝义律上校说，官员们会十分高兴的，
认为英国人是在奉承他们。并且，他们在跟我们的交流中也确实显得比较文
明，因此，我们的船只上都升起了旗帜。（Bingham 1843: 267，我的译文） 
根据上述记载，鲍鹏急于找寻物品，并以英国人的名义将其当成礼物送给他的
上级，而且还建议英国人学会如何奉承中国官员。他这样做，目的主要是向其
上级说明，英国人十分尊敬中国官员，在中国官员面前很守规矩。这较易迎合
清朝官员中盛行的观念：外国人不如中国人高贵，任何他国与大清帝国相比皆
地位卑微。清朝官员的自我中心、唯我独尊心态制约着他们的对外交往方式和
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这也与中国自先秦后便根深蒂固的朝贡制度观念密不可分。
6 
西周至春秋时期，夏夷之间虽无明确的地理界限，但夏夷限域的观念已经产
生。《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度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所载“九
服”制度，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
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处于“要服”、“荒服”
地位。（李云泉 2002: 93） 
由此可见，中国自古以来业已形成一套华夏礼仪制度，在中国官员看来，中国
在地理与文化上都位于世界中心，而外国乃夷狄小国，皆依傍中国此中心而立，
皆为周边国家。此所谓夏夷之分。中国皇帝和各级官员普遍认为，既然中国乃
“人类文明的渊薮”，四夷及远方各国理应前来朝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李
云泉  2004: 191）。这一观念自先秦以来便植根于中国国土，其余迹直到近世
仍清晰可见。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政府官员普遍持有的自我中心
之心态便不足为怪。不过，单单这样笼统来讲，也有失偏颇。其实，第一次鸦
                                                             
6 关于古代中国对待其他国家之态度以及中国朝贡制度之信息，可参见李云泉(2004)、
Fairbank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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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战争以后，中国朝贡制度已开始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并为近代新型外交制度
所代替（李云泉 2004: 272）。 
此即是说，1840年前后，随着朝贡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华夏中心地位之思
想观念虽依旧存在，但已面临西方外交制度的冲击。此时期是东西方外交体制
相互碰撞和冲击的时期。正如 Fairbank（1968: 258）指出，1840 年至 1860 年
此二十年，是朝贡制度逐渐退出、条约外交制度逐渐占领外交阵地之时。不过
这段时期仍然延续旧有体制，只是其间开始形成一股历史驱动力，此为由外国
势力带入的一股创造性力量，让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因此，两次鸦片
战争期间，中国的对外关系正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过渡，清朝官员的天朝上
国意识形态虽依然存在，但已开始受到外来新型世界观的冲击。 
就鲍鹏的调解人角色而言，作为充当该角色的口译者，鲍鹏的主体性主要
体现在其善于调解两种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冲突。即是说，他能够调整冲突事件
的进程。他在充当买办和传话人的经历中，通过多次接触西方人士和清朝高级
官员，既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处事风格和真实意图，也深谙清朝官员的官
僚主义作风和对外处事模式。所以，当谈判或交涉双方出现僵局时，他便可主
动尽其所能，迎合各方心意，投其所好。他一方面站位于中方立场上考虑，让
中方代表认为洋人对华人毕恭毕敬，不会通过武装挑衅来解决争端；另一方面
站位于英方立场上考虑，让英国人认为清朝官员并非如此保守，会在一定条件
下应允他们提出的要求。其结果是逐渐消除双方的误解，打破僵局，达到暂时
调解之目的，将和平事态维持下去。 
其实，鲍鹏这样做也是为避免上级的问责和惩罚，因为在当时的人治制度
下，一旦出现麻烦和棘手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涉外问题，清朝皇帝和各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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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都会自上而下进行问责，惩罚下属。如资料所示：“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基本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此种制度下，权力受到常识的限制” （Chang 1970: 
121, 我的译文）。 
如此一来，鲍鹏这种负责涉外协调任务的口译员便成为当时一种风险极大、
极易受到惩罚的职业。因此，在那种情境下，鲍鹏出于对自己工作的负责和对
自身安危的考虑，在涉外交流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能动性，以期达到暂时调解
的目的。对于那些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的上司来说，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也
是无可厚非的。鲍鹏作为口译员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挥和彰
显。 
 
3.2.4. 作为协商者的口译者 
 
根据资料显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鲍鹏在中英广州谈判中不仅充当了
传话人角色，还充当了协商者角色。从官方角度看，在与外国人的会晤和谈判
中，琦善作为全权代表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他既不懂外语，又缺乏与
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在英国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真正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
鲍鹏。在多个场合，鲍鹏凭借自己特有的双语能力，拥有了许多自由和自主的
空间。 
那位“白钮扣”已经被领到了上校的船舱，那里有樱桃白兰地酒备着。7鲍
                                                             
7 据原文所述：“The attendant was not so tall, but an exceedingly muscular and powerful 
fellow….White Button having been ushered into the captain’s cabin…”（Bingham 1843：
256）史料记载，清代男子的服饰以袍、褂、袄、衫、裤为主，一律将宽衣大袖改为窄
袖筒身。“衣襟以钮扣系之，代替了汉族惯用的绸带”（华梅 2001：305）。可见，清朝
男子服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增加了钮扣的元素，这使得外国人易于以“白钮扣”来指
代清朝官员。又因为引文中将鲍鹏与这位“白钮扣”区分了开来，因此笔者推断，这
里的“White Button”(“白钮扣”)很可能是指派来监督鲍鹏的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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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和义律上校开始了一番很长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清政府对英国的货物供给问
题。同行的清朝官员不断地问起他们在说什么。有时，鲍鹏在揭发和辱骂全体
同僚，但当那位“白钮扣”询问他时，他却说是在向义律上校保证中国官员都
是好样的，百姓都很爱戴他们。（Bingham 1843: 256，我的译文） 
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鲍鹏在与义律上校和“白钮扣”对话时，话语内容呈
现出巨大反差：他本来是对着义律抱怨清朝官员的问题和缺点，因为也许他认
为在外国人面前议论自己的同事无关紧要，可以毫无遮拦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的同僚（那位“白钮扣”）询问他和义律聊天的
内容时，他却撒谎道，自己是在赞扬中国官员。 
人们不禁要问，鲍鹏这种谎言和误传为何未被在场的记录员揭穿？为何该
记录员未能发现鲍鹏同义律的对话和他同中国官员的对话内容不一致？难道在
场的中外人士，除鲍鹏外，都不具备懂得和使用双语的能力吗？应当说也有这
种可能。但是，既然鲍鹏敢于如此毫无顾忌地当众说谎，他一定很自信地认为，
在场人士中没有谁比他的双语能力更强。即使有，他（她）也没有足够权势遏
制鲍鹏的违规行为。或者说，双语记录员可能碰巧不在场，而事后只是把双方
各自的话语记录加以汇总，形成完整的会谈记录材料。 
鲍鹏充当协商者角色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在中英广州谈判期间得到最大限度
的发挥。由于存在语言障碍，琦善只得依赖鲍鹏代表自己参加中英交涉与谈判。
随着他对鲍鹏越加信任，他也越加依赖鲍鹏，以至于最后索性完全放手，撤走
了之前用来监督鲍鹏的官员，只安排鲍鹏一人同英国人打交道（季压西、陈伟
民 2007: 172-173）。毋庸置疑，在此种情况下，作为译者的鲍鹏被上级赋予了
极大的谈判和交涉权力。 
崇文门扣留黄包内，有刻本夷书三件，从何处得来？据鲍鹏供：先同张殿元、
白含章往澳门四次，复同广东武官陈荣庆去过五次，又独自去四次…… （中
国史学会，第三册 1957: 251） 
如上述鲍鹏本人所言，广州谈判期间，一开始他和张殿元、白含章一同前往澳
26 
 
门面见英国人，共去了四次，后来又同广东武官陈荣庆去了五次，最后仅他一
人独自去了四次，这让他处于一种完全不受监督的状态。 
由此可见，作为协商者的口译者，鲍鹏在外交口译中所彰显的主体性部分
源于他以往对外交涉中积累的经验，部分源于琦善对他的高度信任。 
当鲍鹏受琦善委托，代他向义律传递文书时，已经得到琦善全然的信任。
在琦善能够选择的人选范围内，他认为鲍鹏是最可信赖的人。 
正如鲍鹏供称： 
九月间，琦中堂忽谕我在庄平等候，要带赴广东，我辞说广东通晓夷言者多，
中堂怕洋商等与夷相好舞弊，定要唤我随去，代递文书…… （中国史学会，
第三册 1957: 253） 
在一个事件中，当不同团体各自代表不同利益时，如需口译作语言协调时，
权威人士一般会选取同己方利益一致的人来做口译（Takeda 2010: 132）。琦善
没有任用其他同样具备双语能力的人，就是因为他不相信那些人在政治上能靠
得住，即不相信他们与自身具有共同的利益归属。 
Takeda (2010: 132)的这一观点似乎意在说明，上级官员之所以会任命与
他们具有共同利益的口译者，是因为相信他们不会在政治立场上站错位。但她
又提到，并不能完全保证表面上的“自己人”一定能表现出正确的政治立场。
鲍鹏的例子即为一个证明。鲍鹏作为口译者，在广州谈判期间，同琦善应该没
有利益冲突，至少在国家和团体层面上是这样的。表面看来，鲍鹏没有太多发
挥权势的空间，但实际上却充当着调解人和协商者的重要角色，享有很大的自
主权，拥有多个实现自己意图的机会，或者能够运用其双语能力达到一些国家、
团体或个人的目的。正如 Anderson（1976: 218）所言，一位双语译者在两个单
语团体间工作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操控交流过程的权力。 
就鲍鹏的译者能力而言，他本不应该赢得琦善的信赖。但考虑到当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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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境，琦善任用鲍鹏却也在意料之中。换言之，由于鲍鹏所处的特殊历史语
境和社会条件，他所代表的译者群体能在当时获得重用也不足为奇。当时活跃
在广州的通事能够熟练使用的只是广州英语，这是他们在与洋人打交道时逐渐
习得的一种英语。广州英语“同音异字而无文法”，主要以粤语方言来拼写英语
词汇（周毅 2005b: 28）。而且当时并无中国人愿意读英文，只有少数中国商人
同洋人学了一些英文商品名词（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 2004: 64）。可见这
一时期，鲍鹏此类通事是最早掌握英语的群体，他们的英语水平不高，源于历
史的局限性。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琦善任用鲍鹏做自己的贴身译员，可以
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广州谈判期间，琦善与英国人曾就鸦片赔款问题进行交涉，英国人提出要
求：中国政府需赔偿两千万银元。后经鲍鹏反复讨价还价，将最终的赔偿数额
降至六百万银元（季压西、陈伟民  2007: 173）。鲍鹏在讨价还价上的出色表
现，恰好体现了一位充当协商者的口译者的主体性。 
下面这段文字记述了鲍鹏的另一个实例，他在其中又一次扮演了可以代表
上级自主进行决策的协商者角色。 
大兵将到，逆夷知必攻剿，时思蠢动。琦善窃虑虎门危蹙，正月二十八日，
曾差鲍鹏给义律文书一件，内叙‘会议条款，现病不能斟酌，谕其等候；如
有滋扰，全归乌有’。另备一件，则言必欲香港全岛，须奏明定议，亦令其
等候面谕。鲍鹏到彼，查看光景安静，则并付后件，冀其不扰……倘情形凶
恶，即仅付前件，过一两日，鲍鹏回禀，该逆颇形不顺，因将后件带回。（中
国史学会，第三册 1957: 250-251） 
可以说，当鲍鹏作为一名协商者参与中英谈判时，他便具备了远远超出译者或
传话人的权力。在中英广州谈判的历史关头，他可能拥有一定权力，能够决定
中国领土香港的割让或保留。正如史料所示，琦善对鲍鹏委以重任，相当于直
接授权他决定是否答应英军的要求，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此时的鲍鹏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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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自身对形势的研判，决定是否同意英军的条件。虽然这是一种模糊的非正
式授权，但实际上鲍鹏已然在充当一位协商者或谈判者的重要角色。 
充当协商者角色时，鲍鹏的主体性一方面体现在能够运用自己特有的双语
优势获得代表上级自主决策的主动权和对会谈内容的任意解释权，从而达到预
期目的，无论它们是国家的、团体的、还是个人的目的。鲍鹏也因此获得了很
大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鲍鹏的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在
被上级以模糊的、非正式的方式赋予了涉外谈判协商的极大权力后，又在全无
监视的情况下，他能够完全凭借自己对形势的研判做出自以为恰当的决定，甚
至包括是否同意割让领土的重大决定。 
如果用传统意义上“译者主体性”的观点来看，即译者主体性强调严格意
义上的译者活动，即严格遵循原话人意思进行口译的活动，那么，他的译者主
体性此时是显性的、表面的，但却是有限的和次要的；而他的协商者主体性是
隐性的、潜在的，但却是重要的、可以自由发挥的。但本文主要仍采用上文提
到的主体性含义，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译者主体性的概念。 
 
3.3. 结语与解读 
 
鲍鹏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和谈判中一位活跃而重要的口译者。
他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他在担任口译者的同时，还充当或扮演了多重角色，
其主体性也因此以不同方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鲍鹏的多重角色和复杂的
主体性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有的译者现象，值得翻译研究或翻译史研究领域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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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鲍鹏的多重角色而言，这些角色并不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他懂得一些英语，所以当上了英美商馆的买办；他充当买办所积累的处事经验
又使他有资格经人推荐成为山东巡抚处理涉外事件的传话人，作为传话人的鲍
鹏又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并经其推荐而成为钦差大臣的贴身翻译和外交谈判双方
的调解人，最后在博得上级完全信赖的情况下成为独立参加外交谈判的协商者。
而且，他在充当协商者的时候，依然充当着传话人和调解人的角色；而他在充
当买办时所积累的处事经验也为他担负调解人和协商者的重任奠定了基础，尤
其是在他就鸦片赔款与英国人商议的时候。他在讨价还价上的成功，顺利将鸦
片烟赔款降至一定数额，都与他任买办时的经历息息相关。 
就鲍鹏的多重角色与其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关系同样是一种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他为英美商人充当买办，可以帮助他深入了解英
美文化和生活方式，从而更加顺利地完成口译任务；他所充当的传话人和调解
人角色同样对他的口译工作有所促进：传话人的角色有助于他了解更多的中英
方言和发音特点，而调解人的角色则可帮助他培养口译工作中所需的应变能力
和协调能力；至于他的协商者角色，更是在较高层级上帮助他锻炼出了口译工
作中独立解决问题、作出独立判断和决策的能力。 
总之，鲍鹏在口译工作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皆在不同程度上增进了其口译
效果。这些角色与其主体性同样正相关: 他的角色拥有的权力和自由度越大，
他的译者主体性就越能发挥出来。此外，当不同角色交替发挥作用之时，其主
体性便可得到更加全面的体现。由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有二：（1）鲍鹏的多重
角色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2）鲍鹏的多重角色与其译
者主体性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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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鲍鹏的多重角色时，本章包括了其所扮演的调解人
和协商者角色。当然，这些角色的出现，亦可理解为口译者在履行口译之外的
其他任务，表明他们同时担任了多个职务。这一理解也合理，它与本文的观点
同样代表了审视这一口译现象的不同视角，皆具有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在解
读口译者的多重角色时，必须考虑到他们所处的现实情境，因为在多数情况下，
他们在口译中所扮演的这些角色正是由于当时的外语状况、职业规范，抑或是
自身生计的需要等特殊条件所迫。此外，就口译者的主体性而言，它的确在译
者的判断和决定中体现了出来。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这些判断或决定
只是口译者在受到外界影响后，下意识地做出的自然反应。不过，本研究主要
是通过这样的个案分析，印证和说明鸦片战争期间的口译活动是复杂的、不确
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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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仲畬及其在中外交涉中的能动性 
 
4.1. 黄仲畬的工作经历及其英语水平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越来越多的中国通事开始公开地为外国人工作，跟随
出入重要场合，以至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通事跟随于外国人身边已
然成为常事。黄仲畬便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身为通事，经常在外国人身边
工作，跟外国人熟识，深得外国人信任，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能通夷语兼谙夷
文”之人（季压西、陈伟民 2007: 190）。 
关于黄仲畬的称谓，文献记载，除“黄仲畬”外，还有“张彤云”、“张同
云”、“章彤云”、“张绵云”（季压西、陈伟民 2007: 190）。黄仲畬频繁地更名
换姓在当时十分常见，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社会上普遍轻视通事，人们认为通
事这一职业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可能跟外国人串通一气，跟汉奸没有分别。
这样一来，通事的身份总遭到质疑，受人鄙视。因此，为了自保，或不致招来
其他麻烦，通事常常不透露真实姓名。这便是他们使用多个名字的原因。 
黄仲畬作为一名双语通事，能够得到中国官员的赏识，并开始跟随他们参
与重要外交活动，实属偶然或巧合。以下文段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本日，张绅闻各国议约，反复无常，几无结局之日。适有支应分局董事来局，
言：“现有英国翻译张彤云、梁植等，令代购纱袍褂，未识可代购否？”张
绅思服色有定，彼外邦人，何以衣内地之服？乃据董事言：“该翻译本系内
地人民，现在英国，办理一切文案，颇深信任。”张绅闻之，喜曰：“此机不
可失也，若使从中调处，则事可速结，宜设法招之使来。”（中国史学会，第
一册 1978: 515） 
可以看出，这里的“张彤云” 是由某董事推荐给张绅8的。并且，董事亦向张绅
                                                             
8 张绅是当时的一名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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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张彤云在英国的工作情况，声称他主要负责一些“文案工作”。另外，该文
段还表明，张彤云能够赢得英国人的高度信任，说明他深谙与英国人打交道的
方式，能够与英国人维持融洽的关系。此时又恰逢张绅缺乏双语人才之时，因
此当他听到有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时，自然是欣喜万分，急于招其一见。 
随经董事冯万年，将张彤云邀至居中，相见颇契，及问其家世，知张彤云本
姓黄，名仲畬，向言张者妄也，父曾任直隶县令，前天津县令，是其姻娅，
父殁，寓粤，遂为彼国翻译。（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15） 
这段话表明，此人的真实姓名不是“张彤云”，而是“黄仲畬”，其工作是
为英国人做翻译。虽然我们不能从这一事实中清晰看到他的英语水平究竟有多
高，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既然他能在英国的正式机构里担任翻译，就说明
他的双语能力为英国人所认可，他在英国人眼里能够胜任此工作。他的英语水
平应该比鲍鹏那种只会讲广州英语的人要高很多。鲍鹏之类的译者在英国人眼
里是不称职的。黄仲畬则不同，他虽是广州人，但曾于美国教会学校接受教育
（蒋孟引 1965: 157）。这就更能说明黄仲畬的英文水平是令人满意的。 
张绅以言激之曰：“既仕宦之裔，何得为外邦使令，毋乃自轻？”该翻译答
云：“此来本系粤东中丞意也，中丞恐该国航海至津，不无葛藤，饬令随同
前来，以便相机调处。”张绅复奖之曰：“果如是，则国家二百余年怙冒之恩，
汝真不负矣。今暂回船，约期当携往谒见钦使。”随禀明钦使，允与该翻译
相见，筹办一切。次日，与该翻译，携往钦使行辕拜谒。嗣后，凡遇筹议事
件，无不赖其调停，虽所费不赀，而颇得指臂之力。（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15） 
由此可见，黄仲畬由广东省一位中丞派至天津，参与此处的对外交涉。因此，
他与外夷沟通的能力得到了中丞的肯定，不然也不会受其推荐而来到天津。同
时文段还提到一个重要信息：只要是遇到与英国人交涉的事件，需要商量并进
行决策定夺的时候，都需依靠黄仲畬在其间进行斡旋和调解。而且还提到，虽
然聘请这位翻译花费了很多钱财，但是大部分官员仍然认为他确实发挥了关键
作用，这里也看出中国官员都很信赖黄仲畬，也看出黄仲畬确实是当时不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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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人才。 
在相关档案资料里，黄仲畬真实姓名的出现频率还不及其假名“张彤云”
的出现频率高，另外也有其他的假名，如“章桐云”。 
章桐云本假名，实黄仲畬，广东人，诗文绝佳，系夷人幕友，举凡夷人非分
之求，皆代为劝止之。（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80） 
从这里也能看出，黄仲畬的另一个假名是“章桐云”。而且，他的具体工作
是协助清政府官员与外国代表在语言上进行沟通，当西方人提出清政府认为过
分的要求时，黄仲畬就代表清政府从中调解，劝说西方人放弃。 
在其他的有关史料中，我们还能看到诸如 “英国宾友章桐云”所云（中国
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68），充分说明黄仲畬和英国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是日申刻，佛夷令该士卒，排队执械推炮，约三百余众，游街于郡城以外。
夷等本欲排队进城，因团练局张锦文会同英夷之已退通事张彤云、洋商梁超
猷等，竭力劝止也。（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490） 
根据史料，完整来说，黄仲畬有过如下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黄仲
畬曾担任英国人的文案翻译人员，后秘密受雇于叶名琛，担任其私人情报员，
而后又经广东中丞推荐至天津参与外事交涉活动，由此开始以通事或译员的身
份介入天津谈判和上海谈判等一系列重要外事活动。 
 
4.2. 黄仲畬在几次事件中的两重身份及其能动性 
 
季压西、陈伟民（2007）认为，在 1857年的广州战役及其他相关历史事件
中，黄仲畬先是成功地穿梭游走于中英双方之间，斡旋调解，取得中方上司叶
名琛的信任，然后诱骗其作出错误决策，结果导致广州失陷，叶名琛本人被俘。
因此，黄仲畬在中方阵营中充当了“双面间谍”。他一方面表现出要通过与英人
打交道，在英人中做间谍，帮助中方获取重要情报，从而取得中方代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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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旦取得中方信任，获得了中方重要情报，他便会及时通报给英方
代表，最终仍然是为英方服务的。因此，一些历史学家给黄仲畬贴上了“双面
间谍”的标签。但这种标签可能有失公允，我们还应从另一视角来审视黄仲畬
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也许他不是故意为中方代表提供所谓的假情报，而
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据文献记载，当时叶名琛的探子未受过间谍训练，只能通
过道听途说获得第二手资料，因此收到的情报极不准确（黄宇和著、区鉷译 1984: 
140）。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黄仲畬正是想通过提供此类“假情报”，让清
政府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和不足，从而改变其傲慢态度，和英国人平等交往。 
本章同上一章一样，将围绕译者进行分析，重点在于对黄仲畬作为中英两
方联络人的讨论，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口译行为。 
 
4.2.1. 广州战役 
 
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战役爆发时，叶名琛任两广总督，他曾多次在奏折中
提到，自己经常派遣“密探”助其获取英方情报。如下文所示： 
叠据密探报称：英酋包玲，米酋麦莲，已于十月内先后俱回抵香港。迨至中
旬，麦莲先行来省，尚无他说。下旬包玲坐驾兵船数只，亦复来省，遣人禀
知，订期请见，务当在署，方合体制。（中国史学会，第三册 1978: 69） 
这是叶名琛写给咸丰皇帝的奏折，奏折中明确写到，“叠据密探报称”，即
是说，叶名琛经常通过某些“密探”获取英方代表抵华日期、来华意图等情报。
虽然他并未说明“密探”姓甚名谁，但当时此番话语已能看出，他对英方来华
意图的窥察大多来自于这名或这些“密探”的禀报。 
惟各该酋同往天津，究竟意欲何为，自应备悉底蕴，方能核实。因复面谕密
探，许以重赏，务将该酋等，前在天津所陈求各事，逐一确切查明禀复。数
月之久，迄未的耗，臣实莫名焦灼。（中国史学会，第三册 197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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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名琛不惜以重金征招这些为其服务的密探。由此可以看出，他急于通过
这些人获得一手英方信息。从最后一句更能看出，因为数月不曾收到密探回禀
的消息，他感到十分焦虑。可见他对自己招揽的密探信赖有加，他们已然成为
叶名琛捕获敌方情报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渠道。 
迨至本年，闻包玲前往星罗会议通商事宜，至四月，展转购觅，始在该夷楼
内写字人处代为钞出各条，展阅未终，已觉不胜发指。（中国史学会，第三
册 1978: 69） 
叶名琛说到，他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了英国人办公楼内部分文件信息，这应
该不是叶名琛亲力亲为，而是他安排那些“密探”执行的。很明显，他已习惯
于运用此种策略从英方阵营获取情报，了解英国人的来华意图，从而帮助有效
应对和与英人抗衡。 
该督抚不能与闻，婉言开导，令其驶往广东，不至别生枝节，是为至要。怡
良等原片，著钞给叶名琛阅看。（中国史学会，第三册 1978: 75） 
根据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对于处理涉外事务，一贯持被动、拖延的态度，
将夷务全部交由广东官员处理，甚至要求各地官员均将此类夷务委托于广东官
员筹办，还需告知所有北上夷人回至广东处理来华事务。这样一来，叶名琛自
然日理万机，责任重大。这便是他千方百计招揽密探和内线以获取英夷信息的
缘故。 
“‘侦探情形，必常得随时之底蕴；妥为晓谕，总期合当事之机宜。’这是叶
名琛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和平时期，他的探子也定期向他汇报香港的情
况，包括贸易形势，外国船只进出港口和军队调动，有时是简单的几句话，
说明一切正常。”（黄宇和著、区鉷译 1984: 139） 
 
“对外战争爆发后，一直在珠江流域平叛战争中为叶名琛提供情报的人员又
兼负了侦察英舰在珠江河上调动情况的任务。为此，叶名琛从中特别挑选了
一班人，并接见他们，要他们每五天与他联系一次，如有新情况则随时向他
报告。”（黄宇和著、区鉷译 1984: 139） 
由此可见，叶名琛利用多个内线为自己收集情报，以便在处理涉外事务方
面做到知己知彼。也许他还有一个目的：此时他正任职于广州州府，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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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夷务，希望能做出政绩以取悦皇帝。但他不懂英文，又或者囿于其身份，
不方便或不适合深入夷人内部获取信息，他便只能通过密探探听和获取有用信
息来达到此种目的。而在叶名琛看来，黄仲畬当属这些密探中最优秀、最值得
信赖的一位。 
1857年，叶名琛所信赖的密探主要就是张同云（黄仲畬）一人。以下三段
文字记载了咸丰七年，即 1857年发生的事情： 
江方伯一日问：“中堂所用探报，自然都可信？”叶相怫然曰：“如不可信，
亦不能支持至今。”至是，又谓予与星衢云：“即如彼中大汉奸张同云，前日
尚有信来，不过不惜重资，彼故为我用，且各处神签亦无不吉。”（中国史学
会，第一册 1978: 179） 
叶名琛认为黄仲畬是英方夷奸，始终相信他全心全意为清政府服务。 
初三日后，两国兵船陆续入省河，登河南岸，夺屋以驻兵。近河百姓，愤然
惊窜。阖城官绅均有忧色，咸入见总督，则镇静如无事然。司道询故，则曰：
“彼无能为也，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在彼中，动作我先知之，彼穷蹙
甚矣。”（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216） 
叶名琛又提到黄仲畬，认为只要是黄提供的信息，就不会有问题。从这里也能
看出，黄仲畬应该是告诉叶名琛，英方人员其实很害怕中国官兵，他们不敢轻
举妄动，并没有发起进攻的打算。 
十六日，各绅到洋舶，额尔金未见，仅见汉奸张同云、李小春及领事官威妥
马、巴下里等大责叶相，恨恨不已，讲到和字，似乎可行，却无一切实语。
连往数日，迄无成说，微露须到天津讲和之意。（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183） 
由此可见，叶名琛非常信任黄仲畬，即使他的幕僚提醒他当心这些情报的可信
度，他仍然坚信不疑。另外，从这段话里也能看出，因为黄仲畬是和威妥玛、
巴夏礼一起出现的，此时（1857年）威妥玛是英国驻华使馆的汉文副使，巴夏
礼时任英国驻广州领事，所以黄仲畬应该就是为其服务的幕僚。即是说，他在
英国人面前是为英方服务的翻译或信使，而在叶名琛面前，他又成为为中方服
务的情报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拥有发挥自身能动性的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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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天津谈判 
 
上文业已提到，黄仲畬由粤东中丞推荐至天津以处理涉外事件。由此他获
得录用，正式成为天津谈判中的译员，并在谈判各方之间发挥着调解人的重要
作用。 
十五日（1858年 6月 25日），张绅往谒钦使，据云：“明日，各国于海光寺
会议，其中诸多窒碍，虽为所杀，亦不能曲从。” 张绅云：“若为所杀，则
事不能结，宜设法令其出口，再作区处。”钦使云：“所议他款，尚可俯准，
惟该国入都一款，万难允之”。张绅谓：“此款俟与该国翻译张彤云商酌”。
随据该翻译来复云：“所议入都之款，暂为开除。”遂于十六日，与英国会议，
书押钤印。（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21） 
如上文所言，这里的张彤云就是黄仲畬。可以看出，黄仲畬在这次交涉中，
作为中间人而发挥作用。而且可以推测，黄仲畬在把中方想法传达给英方时，
可能从中进行了些许调解，劝导英国代表放弃在《天津条约》中加入 “入都之
款”。 
本日，天津总局来信，言：“英国兵弁，又占民房。”适该国翻译黄仲畬来寓，
即告以：“英、法两国，原约‘到津时，即出示安民，断不骚扰百姓。’今闻
占踞民房，岂非爽约？…… ”遂将来信交该翻译，托转见该国使臣，赶紧
去信，知照驻津领队官，毋得占居民房。（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5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有时中方官员或民众对黄仲畬在涉外事务中扮演的角
色提出质疑，认为他未能制止英国兵弁占据民房，即英国人没有履行条约中有
关条文或禁令，仍然在中国境内骚扰百姓。可见，在弱国外交中，像黄仲畬这
样谙熟夷人情况、与夷人保持良好关系的译者，其阻止夷人胡作非为的能力也
是有限的，有时就连弱国政府也无能为力。 
本日，闻所立和约内，有准英、法两国买妇女一条，张绅必欲删去，因与该
国翻译言之，谓“此事断难准行。”翻译允即商明该国使臣，改为：禁止买
中国妇女。（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52） 
这段话表明，黄仲畬在所立和约的内容，即《天津条约》条款的商定上，
曾作为中英双方的协调者，帮助中方向英方传达其无法直接传递的内容，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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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 “买中国妇女”一项，是由黄仲畬代为传达，英方才能够明白中国对这一
提议持抵触意见。 
十八日，张绅谒钦使随员段部曹（承实），云：“该国现今所议条约，翻译张
彤云，从中调停甚力，宜厚馈银两酬之。”张绅云：“此举非诸君所当为也。”
即回局自备，因其不日退船，遂以馈赆为词云。（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21） 
这段话表明，张绅等清朝大臣认为黄仲畬在天津谈判中贡献甚大，值得奖
赏。这间接表明黄仲畬于天津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促成条约诸款达成的
关键中间人。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协调者，还是谈判各方不同意见、
不同立场之间的协调者。 
此次夷务万难措手，因随员中尚有能不避艰险实心任事者，购觅内线数人，
始得稍有把握。容俟大局定后，并拟籲恳恩施，破格给奖，使在各处办事诸
人，早知自拔来归，庶几中国人材，不为外夷所用。且日后办理夷务，非得
深悉夷情之员，不能得其要领，破其愚诈。（中华书局编辑部，第三册 1979: 
985） 
这是桂良等清朝官员上奏于咸丰皇帝的奏折，其中列举了参与《天津条约》
谈判的所有人员，包括黄仲畬等充当内线的人。“始得稍有把握”一句说明，这
些内线给中方官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非得深悉夷情之员，不能得其要领，破
其愚诈”一句又说明，桂良等人已经意识到，只有像黄仲畬此种在英国工作过
的通事，才能对英人意图和处事方式有最全面、最深刻的了解，朝中任何其他
人都不及他们对夷情的熟悉程度。换言之，正是其海外工作经历让他们获得了
一种绝对的、独有的优势，让他们在处理夷务、同外国人打交道时，比朝中任
何其他人更高一筹，即他们的文化调解能力是最强的。因此，他们也被桂良等
朝中大臣视为最难得的人才。 
在清政府看来，《天津条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意愿和要求，参与
天津谈判的官员皆为有功之臣，自然值得皇帝嘉奖。皇帝对天津谈判中立功的
官员给予嘉奖，其中专门提到黄仲畬及其所获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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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内阁：桂良、花沙纳奏，请将天津出力员弁绅商恳恩奖励一摺……该官绅
等，或冒险奔驰，或募勇缉匪，均属著有微劳，自应量予鼓励……捐职府经
历黄仲畬，著以知县归部选用，并赏加同知衔……（中华书局编辑部，第三
册 1979: 1072） 
可以看出，本次接受赏赐的官员仅有七位，而黄仲畬作为翻译调解人员，
已占一位，这充分证明，他在谈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认可。
在当时，受到皇帝的谕旨点明嘉奖是至高无上的殊荣。事实再次证明，在第二
次鸦片战争期间，以黄仲畬为代表的，这些懂得双语、曾为英国人服务的通事，
往往是最稀缺的人才。只要他们具备与夷人打交道的经验和能力，就能在清朝
的涉外事务中担当重任。 
 
4.2.3. 上海谈判 
 
继天津谈判之后，1858年 10月清政府派遣桂良等官员赴上海与各国外交官
员继续就修订税则等事宜进行谈判。咸丰皇帝密令谈判代表抓住这一机会，向
英方提出一个一劳永逸之策，以完全豁免进口税和鸦片弛禁等条件换取英法等
国的同意，废除《天津条约》。若不能废除条约本身，也要取消条约中规定的“派
员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旅游”等条款。否则皇帝断难允准。 
事实上，桂良等人十分清楚：英方在这些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反而还会
指责中方违约和失信。因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们始终未将咸丰帝的提议
直接向英方提出。咸丰皇帝发现桂良等人未能执行自己的谕旨，就将劝说英人
转念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黄仲畬这位谙晓夷语、熟悉夷情的通事身上，并亲自命
令自己的官员无论如何也要再次启用这位线人。桂良等人立即打听黄的下落，
得知其现在广东，便派人飞函促其赶赴上海，以便探悉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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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得知黄仲畬已到达上海，便马上下了一道圣旨： 
以上各情，皆属紧要，黄仲畬既为桂良所深信，此时该员已到上海，即可责
成著力逐件挽回，能消弭一事，即少受一事之贻害，仍著竭力等画，勿因条
约业已进呈，遂谓可以塞责。（中华书局编辑部，第四册 1979: 1247） 
由此，黄仲畬再度被委派参与上海谈判的重要任务。可以说，此时无论是咸丰
皇帝，还是桂良等钦差大臣，他们对黄仲畬这位通事的信赖程度皆已远远超出
当年琦善对鲍鹏的信赖程度。黄仲畬表现得十分乖巧听话，随即提出要立即回
到英国人那里去开展工作。这一时期，桂良等人的不少奏折每每都在向皇帝转
述黄仲畬从夷人那里获取的信息。 
该员黄仲畬来禀：知该夷近在广东绅局，搜获公文数件。内有一件，系广东
派来上海探事委员禀函，其中将臣等自到上海，以至近来各样办法，一一叙
明。虽所探半虚半实，而所有应办四事如何设法之处，均载其中，尽被该夷
窥破，如何措手？并云：此外尚有数件公文，未得阅看。臣等疑是该绅等所
奉密谕，深为骇异！（中华书局编辑部，第四册 1979: 1262） 
可以看出，桂良等官员此时已然完全依赖黄仲畬所提供的情报。虽然这位替英
国人做事的通事每次从夷人那里传来的都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却使桂良等人深
信不疑，甚至依赖黄仲畬去阻止英人的北上。可见此时的黄仲畬正在扮演着远
远超出一名译者的重要角色，其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至于黄仲畬与英国人私下密切往来，保持着良好人际关系等说法，确有史
料记载： 
据黄仲畬先后禀报，威夷有信到彼，嘱其禀请臣等早日回京，免致各国到津
无人接待，致生事端。黄仲畬屡见里（李）泰国，（李）亦曾告以各夷必欲
进京，万难阻止等语。（中国史学会，第四册 1978: 43） 
这里提到，“黄仲畬屡见李泰国”，既然黄仲畬多次与他见面，他们的关系一定
非同一般，即使没有私人关系，也一定经常在工作上互相交接信息。所以，有
必要对李泰国进行探查，从而进一步了解黄仲畬如何在上海谈判中发挥作用和
能动性。 
根据史料记载，李泰国是黄仲畬的徒弟（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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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资料显示，“太国我朝人所交夷人通使”（中国史学会，第一册 1978: 580）。
此处的李太国即上文的李泰国，是清朝官员认识并交往的一位为英国人服务的
通使。他在英国时的中文老师是郭实腊（Karl Gutzlaff）9（Gerson 1972: 20）。 
不过，另有资料显示，李泰国声称自己在就职于警务处和最高法院时，曾
向一位中国老师继续学习中文，而后在就职于裁判司署时，又向另一位广东人
学习粤语。 
在同一份报告中，他（李泰国）又说道：“我长期向一位说中国官话的老师
学习，我现在（1852 年 5 月）仍然留着这位老师。当我开始在裁判司署任
职时，由于我不时要用广东话进行口译，因此我雇用了另外一位老师，教我
广东方言。”（Gerson 1972: 26） 
李泰国在其他地方未再提及自己还有其他老师，所以这里提到的两位中文
老师，多半包括黄仲畬在内。而黄仲畬又是广州人，所以，他很可能是这里提
到的第二位老师，即是说，黄仲畬在李泰国任职于裁判司署时，曾经做过他的
私人中文教师。据笔者观察，在中方的档案史料以及多份大臣奏折中，都能看
出黄仲畬是中方在天津谈判和上海谈判中的最关键传话人，也就是现在意义上
的官方译者。那么，李泰国是英方的主要译者，他与黄仲畬之间又是师徒关系，
私下关系密切，因此在一些重大事项上的建议很难分辨清楚是谁提出的，极有
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两人经过商量得出一种意见，然后由他们任意一人上报给
英国外交代表。 
而且，黄仲畬毕竟是中国人，对中国官员的做事风格应该比李泰国更清楚，
关于条约条款制定的这些建议很有可能都是由黄仲畬先提出来的。以下资料可
以部分地印证这一推测： 
1859年 11月中，清政府闻太平军和捻军在河南集结，僧格林沁便对黄仲畬
谈起同英法和平妥协的可能。随后他让黄去上海探查英法准备情况。但黄仲
                                                             
9郭实腊是德国籍的波美拉尼亚人，这个时期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工作。此时李泰国
刚到香港，就拜郭实腊为师学习中文（Gerson 197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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畬到了上海，据卜鲁斯报告，却向英国人说： 
他表示他的意见：除了畏惧，无事能使中国政府遵守它的义务。他补充说，
“甚至你们将他们完全打败了，到你们的军队走后，他们怎会不再毁约，正
如去年你们的船舰离开天津以后他们所做的……”他还说，非到我们准备行
动起来，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是不适当的。“你们应该准备打，然后坐两只
船到白河口，当问及来意如何时，就提出你们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超
越条约，他认为可能完全被接受。（蒋孟引 1965: 157-158） 
显然，上海谈判期间，黄仲畬在与英国人交谈时，时时会向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甚至劝说他们以武力威胁中国官员，以此迫使后者认真、负责和平等地与英国
人进行外交往来。更值得注意的是，黄仲畬在与英国人的对话中，常常以 “他
们”，而不是“我们”来指代中国官员，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置身于中方立场
去考虑和谈论问题，当然也没有置身于英方立场，因为他使用了“你们”来指
称英国人，他是将自己置身于第三方立场，即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审视问题，
完全凭借自身对时局的研断，提出自已认为合理的建议。也许因为他看不惯中
国官员的处事态度，想通过一种新的方法来打破此种僵局；也许在他看来这是
一种历史的进步，因为当时清政府对外交往的态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涉
外谈判屡屡受挫。以下是来自英国材料的部分内容： 
……中国政府依然远未承认或尊重外国使节的权利; 无论他们貌似纸上承
认了什么，实际上却拒绝承认国家平等基础上的外交往来。对于中国首都的
访问只有在转化为奉承中国皇帝的傲慢和承认中国皇帝的优越的一种方式
时，这种访问才可以得到接受。（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1860: 47，我的译文） 
从卜鲁斯给罗素的信中可以看出，到了 1859 年，清政府仍然未能意识到平等外
交的重要性。卜鲁斯认为，清政府只是在书面材料上做样子，以稳住英国使者
的情绪，而他们所持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大清
帝国永远优越于英国等其他国家。卜鲁斯对中方官员的这种傲慢态度，表示不
满和无奈。 
卜鲁斯关于黄仲畬的记录中还涉及了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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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出的推断是”，卜鲁斯继续说，“中国政府不愿战斗，并且完全有可能，
当他们听到我们准备的规模时，那种情绪会增强。不过他们没有什么表示足
以使我相信他们准备承认我的要求。黄仲畬很明智，受过良好教育，他曾一
再指出，他们的无信和无知，是难以同他们达成谅解的真正原因。温和不能
消除他们的猜疑，而只减少他们的畏惧；但按黄的意见，畏惧乃是保证他们
遵守义务的唯一动机。”（蒋孟引 1965: 158） 
上文看似是黄仲畬在为英方谋取利益，为英方出兵进攻出谋划策。但是，笔者
认为，这正是黄仲畬作为一名外交译者，在两种体制、两种文化之间进行协调
和斡旋的一种表现。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对中方不一定是恶意的、敌对
的。此举也许旨在开辟中英之间交往的新局面。作为一个居间译者，他已经对
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了如指掌。他十分清楚，清政府处事一贯变化无常，缺乏
兑现承诺的责任感。而英方信奉的是言出必行，他们对中方官员的处事风格早
已产生反感情绪。 
然而，似乎战争是唯一能打破北京朝廷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自负的手段；战争
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每一个熟识这个朝廷的特征和人民的气质的人来说大概
是很明白的，其结果也表明原来的期望是有根据的。（卫三畏， 2014： 989） 
这段话出自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十分具有代表性，代表了鸦片战争时期西方
人对中国清政府官员的看法。由此可见，清政府的不负责行为确实令很多英美
人难以忍受。所以说，在此种情况下，黄仲畬凭借自身的见识和经验，做出自
己认为较合适的决定。 
事后证明，英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借发动军事进攻来迫使清政府正视平
等外交的重要性，充分说明，作为口译者的黄仲畬对该事件的结果产生了重要
影响，从而彰显了其能动性。 
 
4.3. 启示与结语 
 
在跨语言和跨文化冲突的情境中，各方主体皆将口译者视为一种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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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报活动、政治协商或对被占领地的控制等方面，双语人才往往得到招揽和
培训，以达到某种军事或政治目的。在国际战争中，口译者的站位通常十分复
杂，既不是对双方都无所贡献，也不是只投靠一方阵营（Guo 2015: 2）。 
对于口译者来说，战争虽然代表了一种极端情形，但仍然反映了口译者须
面对的一种实情。另外，社会动荡和军事冲突打破了加诸人们身上的已有规范，
激发口译者诉诸新的手段以保障自身利益（Guo 2015: 2）。黄仲畬便是一个例
子。他努力寻求并主动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主动介入和促进和平外交进程，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件发展的趋势和结果，改变了事件的状态，充分体现了其
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 
倘若口译者严守“公正”和“中立”原则，他们将难以在军队和当地百姓
中有效开展工作。可以说，他们跨界于势力各方的策略是一种为求生存而采取
的实用之举（Guo 20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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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儒翰的翻译经历及其在口译活动中的能动性 
 
5.1. 马儒翰的翻译经历和中文水平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方
首席翻译官，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生于澳门，1822年返回英国上学，1827
年再度来华，随即转往马六甲学习中文。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急需
翻译员到广州工作。不久，马儒翰便应邀来到广州，担任英国商人的翻译员。
在此期间，他的中文知识得到了实践，并于 1833 年编纂出版《中国贸易指南》
一书。此外，他对中国清朝管理制度及官员背景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马儒翰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之子。1870 年，马礼逊来
华传教。为了能够顺利开展传教工作，他在来华前后苦学中文，并加入了英国
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获得了练习中文语言和观察中国政治、人情的大量机
会。1830年前后，他开始与英国政府建立联系和开展合作。1834年，英国政府
任命他为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兼译员。由于马礼逊精通中国语言和政治，他
到任后，英政府逐渐增进了对华了解。从此，中英之间的隔膜得以打破。1834
年，马礼逊因病去世，其子马儒翰又获派继任中文秘书。 
马儒翰和其父亲不同。其父马礼逊在广州商馆任职时，仍继续进行着自己
的传教工作，他只是将翻译工作当作一项迫不得已的兼职。在精神上，马礼逊
一直保持着传教独立性，并对鸦片贸易表示过不满。然而，马儒翰似乎没有其
父的原则立场,他在对华交涉问题上，与英国商人和官员基本未发生异议;他更
乐意把自己当作英国公民，为国家贡献一切。这是马儒翰进入英国政府任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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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基础，也是他为政府效力的精神动力（胡其柱、贾永梅 2010：87）。 
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马儒翰不仅精通汉语，而且熟悉中国人情。他曾
经对英方人员讲：“中国人是讲外表的，但不诚恳，嫉妒，猜忌，疑心很大。他
们一般是自私的，冷血的，不近人情的”（宾汉著，寿纪瑜、齐思和合译 1954: 
314）。这种对中国人情的“洞察”，帮助他解决了很多难题。马儒翰深谙人情之
道，以致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中国人：“马礼逊（此处指马儒翰）通晓汉语，有传
其为汉奸之仕于夷者”（夏燮 1988: 117）。 
在英国各任驻华监督中，1836 年上任的义律（Charles Elliot）对马儒翰尤
为器重。1840年 2月，义律致信英国外相说： 
“所附信件是我的朋友兼汉文秘书马礼逊（此处指马儒翰）先生亲自抄写的，
他在有关中国事务方面一向是一位可以信赖和磋商的官员。在我的机构中，
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些信件中的问题具备任何知识”（胡滨 1993: 606）。 
由此可见，义律对马儒翰是多么信任。而马儒翰的加入，也确实令英方在
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必再为语言发愁。而且，凭借对中国政治的了解，马儒翰
还可以为义律建言献策。这样一来，义律与马儒翰关系渐次融洽。 
林则徐于 1839年南下广州查禁鸦片，中英双方交涉频繁，此时英方文件大
多由马儒翰负责翻译。不仅如此，鸦片战争期间，他随同英军直接参加与中国
的军事对抗，为英军搜集并翻译情报（谭树林 2014:69）。从 1839 年穿鼻海战
开始，英军每次北上，都由马儒翰担任首席翻译。而且，大多数与中方的交涉，
均由马儒翰负责先行联系或担任“居中翻译”。马儒翰之所以能担任居中翻译，
还得益于清朝官员一向对翻译人员的消极态度：林则徐对其翻译团队的信任，10
远不及英国政府对马儒翰等译者的信任；更有甚者，琦善和鲍鹏获罪后，耆英、
伊里布等人为避免像前任那样被指责为“滥用汉奸”，则干脆辞退了所有译员。
                                                             
10 林则徐翻译队伍的成员包括亚孟（Aman）、袁德辉、亚林(Alum)、梁进德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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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皇帝的解释是：“该夷马礼逊（此处指马儒翰）、罗布旦、郭世利均通
晓汉文，兼习汉语，勿须通事传话，反致隔阂。”(《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十》
第五册，1964: 2335)。 
1840年 7月，马儒翰随英国来华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驻华商务
监督义律到大沽口与中方直隶总督琦善谈判；1841年 1月，陪同义律参加中英
《穿鼻草约》谈判；1842年 8月，随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与
中方代表耆英和伊里布就签订《南京条约》进行谈判，并为英方出谋献策。正
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 W. Williams）所言： 
南京谈判的成功，他有很大功劳，完成了大量的英译中、中译英，他的态度
联系到整个事件的处理，赢得了中华帝国钦差大臣的高度信任，他们完全不
懂外国语言的问题，由此得到妥善处理。（卫三畏 2014: 986） 
英国历史学家汤森（W. J. Townsend）也对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整个中英战争期间担任璞鼎查爵士与中国当局谈判的首席译员，还担任
与中国人一起草拟奠定英、中两国和解基础的条约的英方首席代表。他在谈
判中精明强干，在谈判技巧上折中调和，既小心维护英国的尊严，也公正地
对待中国，他以永不懈怠的热情专心致志于责任重大而又繁重的任务，直到
他的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建立起了和平。（汤森 2002: 165） 
也许正是基于在鸦片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为英国在华建立平等外交关
系立下的功劳，马儒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
兼港督府秘书。 
 
5.2. 马儒翰在口译活动中的能动性 
 
史料显示，马儒翰在对华交涉问题上，始终将自己当作英国公民，力求凭
借自身的才能为国家作出贡献。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马儒翰作为英方首席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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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和中英双方的“居中翻译”或“中立翻译”，在历次重要谈判中均发挥了关键
作用。他远非只是翻译，还是为英军制定作战方略的人，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由
此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彰显。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之所以有发挥能动性的空间，
一是其中文水平和翻译能力突出，得到了英国政府和军队的信赖，成为中英交
涉和谈判中的英方首席翻译；二是中方翻译人员的匮乏和中方官员对翻译人员
用而疑之，用而忌之，甚至弃而不用，使得马儒翰莫名其妙地成了双方的“居
中翻译”，无形中给了马儒翰发挥作用的更大空间，这一身份的特殊地位使他所
发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超出了任何普通的译者。下面就马儒翰在中英交涉和谈
判中所发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进行举例分析。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以下所提马儒翰参与之活动，并不属于两种语言间
严格意义上的口译活动。也正是因此，马儒翰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自由度，让
他能在现场更加不受约束。 
 
5.2.1. 《穿鼻草约》谈判口译活动 
 
史料显示，马儒翰作为英方首席译员参与了穿鼻海战和《穿鼻条约》的谈
判过程，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其所扮演的角色，苏精简洁归纳如下： 
1840年英方第一次北征攻下定海后，留下翻译郭世利处理当地民政，马儒
翰则继续随义律和懿律北上，负责与中方交涉；8 月，舰队抵达天津白河
口外，马儒翰奉派乘小艇向直隶总督琦善递送公文，随后又担任双方会谈
的口头与书面翻译；会谈结束后，英方舰队南下，途经山东登州补给，也
由马儒翰与当地官员打交道；同年 10月，舰队到达浙江，马儒翰又陪同义
律会见两江总督伊里布，谈判释放俘虏与归还定海事宜。（苏精 2005: 184） 
从上文可以看出，作为一名译者，马儒翰表现得十分活跃，其能动性自然
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穿鼻之战和《穿鼻草约》的部分谈判中，中方谈判代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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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伊里布，代表伊里布与英国人进行接洽的是他的家仆张喜。张喜曾留
下两本记录：《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其中很多例子表明了马儒翰作为英
方首席翻译在外交谈判中所发挥的自主权和能动性。 
    下文叙述的是马儒翰在浙江舟山陪同张喜参观英国战船的情景。马儒翰作
为英方译者不仅在交涉中负责口译，还多次与张喜直接对话，特意对张喜作出
提醒，英国的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 
禧欲观其火轮船之机关，该夷（马礼逊）导禧前后徧观，其船底圆面平，色
黑白，前后两桅，桅又分枝，并有横杆，中置烟衝，其船比江浙粮艘较大，
中舱煤火燄之则水滚机动，机动则漾轮转，轮转则船行矣。火益大则船益速，
禧赞其制造之巧。马礼逊云：“贵国之人，亦能此否？”禧云：“此技虽巧，
天朝之人，用心不在于此。”（马礼逊云）“彼之用心何事？”禧云：“我国用
心在文章。”夷（马礼逊）云：“文章亦要，此事亦要。”（中国史学会，第五
册 1957: 337） 
 
又观其船之头尾，安设两大炮，俱系自来机关，封口炮子式如雷槌，底有小
口，口用棉封贴，内包小子，类百颗，名为飞弹。据云：“可打九里，并可
攻城。”该夷（马礼逊）极口自夸精巧。并云：“中国大炮亦好，但火药无力。”
（中国史学会，第五册 1957: 337）（说明：此处的马礼逊即马儒翰。） 
张喜亲自登上英军战船围绕归还定海事宜与英国人进行谈判。从现代意义
上说，这场谈判是极不平衡的，因为中方根本没有配备译员，只有张喜一人在
场。而且史料记载，“禧自向各处观看图册等物，而英国之土产，以及制造各法，
并医理风鑑，无不在图册，但未习夷字，不能了然耳”（中国史学会，第五册 1957: 
344）。这说明张喜根本不懂英文。而英方谈判代表却配备了精明强干的译员马
儒翰。在这种情况下，马儒翰往往不经过其上司义律之口，主动向张喜发起直
接的中文会话。 
当张喜看着英国火轮船的构造并为之赞叹之时，马儒翰便随即反问：“贵国
之人，亦能此否？”意思是说，你们中国人也有这种技术吗？也能造出如此精
巧的轮船吗？他开始将话题转移到中英之间的技术对比，旨在提示张喜关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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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之间的技术差异。为了避开马儒翰的威慑性话题，张喜作出了“此技虽巧，
天朝之人，用心不在于此”的对答。他应当清楚，中国的技术水平不及英国，
尚不能造出这种精巧的战船，而声称“中国人的心思不在制造这些东西上面，
而在其他方面”也只是一种辩术。马儒翰觉察到张喜有不示弱而转移话题的意
图，便好奇地继续追问：“彼之用心何事？”张喜故作不屑地答道：“我国用心
在文章。”马儒翰仍不罢休，继续推销自己的观点：“文章亦要，此事亦要。”这
其实是说，平时可以重视文章，战时就要重视武器装备，二者都很重要，不可
忽视。他还借张喜端详战船之机，夸耀本国战船之精妙，同时不忘贬抑一番中
国大炮的拙劣之处。 
可以看出，马儒翰擅于利用平常的对话，循循善诱地向张喜灌输自己的观
念，令其信服：中国人没什么值得骄傲，更没有资格目空一切，以天朝自居已
经毫无意义。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改变中国官员对英国人的消极
态度：即把英国看成蛮夷小国，把英国人视为外夷，而不是当作平等的国家来
看待。 
在交涉过程中，马儒翰还擅于利用措辞去迎合中方官员张喜，目的在于使
对话顺利进行下去。这一点也体现了他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调
解和协调的能动性。 
马礼逊（此处指马儒翰）云：“琦中堂何日到广东？”禧云：“以五十日为期。”
彼云：“英国前来朝贡，曾以九十余日。”禧云：“前系大皇帝柔恤远人之意，
惟恐尔等不惯陆路，缓程行走，以节其劳。琦中堂赴粤查办事件，系驰驿前
往，故缓急不同。”（中国史学会，第五册 1957: 341） 
 
（禧）又问国王即位，行大礼否？彼（马礼逊）云：“国王即位，进帽头，
帽头朝冠也。即时定位。”（禧）又问：“起居如何？”彼（马礼逊）云：“朝
王祗屈一膝，即是大礼。”（禧）又问坐何座？彼（马礼逊）云：“若大皇帝
就座，英国狮子座。”（中国史学会，第五册 1957: 342）（此处的马礼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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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儒翰） 
从上述两则对话中可以看出，马儒翰异常地使用了“朝贡”和“大皇帝”
的措辞。这类词带有强烈的“中国中心主义”色彩。笔者推测，这根本不是他
的本意，他们本次来华的目的就是争取英国人在中国的平等地位，而对于将英
国人来华之行称之为“朝贡”，或完全以中国臣民的口气称呼中国皇帝为“大皇
帝”，英国政府是不允许的。显然，马儒翰刻意使用该词去迎合张喜的心态，以
取得其好感和信任，从而使谈话能够更顺利地进行下去，而后再逐步劝其接受
这样的现实：中国的科学技术、军事与国防实力等皆远远落后于英国。 
马儒翰为何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本意呢？比如说，“我们来华的目的是
谋求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希望清政府能正视英国同中国的平等地位”
云云，因为这原本就是英国政府派遣他们来华的真正目的。他之所以选择了一
种迎合中国官员“天朝上国”心态的表述方式，就是要让张喜意识到他是站在
中方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的。他说出“英国前来朝贡”和“大皇帝就座”这些恭
维性话语时，就已经实现了换位思考，站在了中方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这样有
助于消除中国官员的防备心理，使对话持续下去，慢慢过渡和转移话题，最终
达到规劝中国官员接受本不愿接受的事实。 
“大皇帝就座”之所以被视为一种恭维性话语，是因为它原本是清朝官员
惯以称呼皇帝的称谓。在英国，通常用来称呼国王的称谓是“国王海主”，只是
一个简单的中性描述，并未包含至高无上的权威之意。但是，中国官员的称呼
却是“大皇帝”，这跟“国王”差别很大,明显带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涵义（王宏
志 2014：25）。 
尽管边远地区还一时不能纳入中国版图，但与故明曾有封贡关系的汗王活佛
只要承认清朝“中华大皇帝”的地位，仍然可以延续以往与“中国”的关系
（郭成康 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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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大皇帝”是一个与古代中国朝贡体系紧密相关的称谓，一旦承
认清朝皇帝为“大皇帝”，就相当于承认本国与中国所具有的封贡关系。如此看
来，“大皇帝”之称谓确实属于讨好清朝皇帝的恭维语。 
马儒翰本可以直呼“中国皇帝”或者“贵国皇帝”的，但他还是选用了“大
皇帝”这一称谓。其目的很明确：他在两种立场之间游走换位，为的是打破两
方的谈判僵局，调整原先谈判的停滞局面，进一步改变事件的发展方向。 
禧劝懿律至镇海与中堂相见，马礼逊（马儒翰）代答云：“我们大人若去，
要率领兵将船只进入内河，然后登岸。”禧云：“两国和好，何必兵将相随？”
彼云：“我来朝贡之时，贵国设兵将。”禧云：“此系天朝制度。”彼云：“我
国亦有制度。”禧云：“此一时，彼一时，前此承平，人心不疑，此时干戈未
息，非昔之比。况内河既有木椿，又沉船，是内河万不能进。”彼云：“既然
如此，不便前往。”（中国史学会，第五册 1957: 341） 
这是源于《探夷说帖》的一段对话，马儒翰再次用到 “朝贡”一词。值得
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马儒翰代答”。即是说，张喜本来是
劝说懿律去镇海和伊里布中堂见面，但懿律本人没有回话，倒是马儒翰抢先接
过话茬儿，直接回应了张喜。这说明马儒翰已经拥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其言行
已经超出了译者的分内职责，有时候可以代表上级进行作答，对谈判现场拥有
相当的操控力。 
    当然，作为一名效忠国家、才智出众的译员，马儒翰在更多场合会不失时
机地借题发挥，有意识地在中英两国间进行对比，以突显和强调本民族的优越。
下列对话便是恰当的例证： 
（禧）又问英国风俗若何？彼（马儒翰）云：“英国重财重艺，富而技艺精
巧者为上。男不留发，女不缠足。”（中国史学会，第五册 1957: 342）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当张喜向马儒翰问起英国有哪些风俗时，马儒翰有选
择地进行了作答，特意以暗示的方式将本国的“重财重艺，富而技艺精巧者为
上”和“男不留发，女不缠足”之先进之处与晚清的“国力衰弱、轻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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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男者留发，女者缠足”之落后之处作对比，无形中讽刺了中国落后守旧的
一面。马儒翰与张喜对话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引导他去正视本国的“男者
留发，女者缠足”这一束缚和压抑人性的不合理风俗。晚清政府长期固守闭关
锁国政策，沉醉在唯我独尊的“理想国”里，不愿了解国外的发展形势和状况，
也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落后和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似乎必须由外国人向其
指明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才能让清朝官员幡然醒悟，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在世界
上到底处于何等位置？是否还能称得上“世界中心”？它的实力在世界范围内
到底有多强？正确认识了这些问题后，中国政府也许才能以务实的态度对待英
国等其他国家。这样一来，英国才能取得在华的平等地位。可见，马儒翰是想
以此种方式影响或改变中方官员的观念和态度，以达到为本国争取权益的目的。
由此，他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以发挥。 
从马儒翰在中英谈判和交涉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他已不仅仅是译者，也
是重要的调解人或协调者。很多时候，他的调解或协调对谈判的结果产生了直
接的影响。 
迟之良久，马礼逊（马儒翰）始过喜等船上，喜即向其言明来意，徐牧亦将
许给赎城银三百万之话言明，马夷（马礼逊）曰：“三百万是小事，如能了
结大事，则三百万就不要了。”徐牧屡挽马礼逊从中委婉。马礼逊曰：“璞大
人与尔提督原要赎城银五百万，是我委婉，已经减去二百万。”又曰：“如能
和好，我们仍在中国贸易，我焉敢得罪中国之人。此事岂有不尽心之理。”
（张喜 1969: 49） 
这段话表明，作为来华的英国使团代表，璞鼎查本来提议向清政府索取五
百万两白银的赎城费，但在马儒翰的“委婉”调解后，璞鼎查同意将起初的五
百万降至三百万。由此证明，在涉及谈判条件和筹码的重要问题上，马儒翰的
角色不可小觑，他不仅一向深得英方代表器重，他的意见往往为英方代表所采
纳，有时候也取得了中方代表的好感和信任。就这件事而言，马儒翰的意见着
54 
 
实改变了事件的结果。 
 
5.2.2.《南京条约》谈判翻译活动 
 
如前所述，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远非只是翻译，还是在英军阵营中运筹帷
幄的人物。其自主权和能动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据说，英兵攻到南京城下时，
就是根据马儒翰获取的地图，确定了攻防战略。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仆张喜曾
多次代伊里布与马儒翰交涉。据张喜回忆，马儒翰曾对他说： 
“今日之事，非昔日可比，必须打破了南京，一路上去，打了安徽、江西、
湖广、取了四川。一面分船由天津，攻到北京，才好讲话。” （张喜 1954: 
366） 
可见，马儒翰的确坚决主张攻打南京。当然，马儒翰的职位是中文秘书，
无权做出进攻南京的决策。但英军主帅初来乍到，不了解中国的战略地形，在
指挥上或做出重大战略决策时，一般会向马儒翰等人咨询，听取和充分考虑他
们的建言，而马儒翰又坚决主张攻打南京。由此可以推断，英军可能因采纳马
儒翰的建议，而作出攻占南京的决定。因此，马儒翰的确具有调整事件发展方
向的能力，他也确实改变了事件的最终结果，引领英军作出进攻南京的战略选
择，发挥了他的能动性。 
在此后的南京谈判中，马儒翰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南京谈判之前，中
方早已解散了通晓“夷语”的通事，将联络工作悉数交给张喜。就这样，中方
“兵不带刃”地走上了谈判桌，谈判现场全由英方人员从中操作。这种由英方
包办翻译的南京谈判，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口
译是当着谈判双方之面进行的，翻译人员没有什么操作空间。条约的中译本必
经耆英审核，想来也不会存在什么“猫腻”。马儒翰的影响恐怕主要表现在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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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本的契合程度上。 
由于中方代表皆为“英文盲”，耆英等人只能审查中文本的内容，也只能依
据中文本判断得失，根本没有能力核查英文本的措辞。南京谈判后，条约的英
文本、中文本和中文直译本，全部在《中国丛报》上刊登了出来，但是无人愿
意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契合度进行核查，因为通晓英语者皆被视为“汉奸”，他
们又怎会愿意冒此风险，替政府操心此事？最终的结果是，中方根本没有审核
中英文本的契合程度，从而为中英再起纷争埋下了隐患。其中，存在最大问题
的当属《南京条约》的第二款规定。 
《南京条约》第二款的中文本是这样表述的：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国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
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
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 （王铁崖 
1957: 31） 
该款的英文本措辞略有不同：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e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r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oo, Ningpo, and Shanghai; 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 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 or 
Consular Officers, 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or towns, to be the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said 
merchant…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1840-85, 1971: 230）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文本的意思很明确，即允许英国国民及其家眷寄居五
处“港口”，允许英国官员寄居五处“城邑”。在中文语境中，“港口”指城外码
头周围的地区，“城邑”则指城内的生活区，两者意思完全不同。就中文本意思
来看，清政府仍不允许一般英国人进城寄居。而英文本的意思却是：英国国民
及其家眷，都可享受与英国官员一样的待遇，进入广州、厦门、福州、宁波、
上海五座城市或城镇（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oo, Ning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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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hanghai）寄居。显然，英文本根本没有对英国一般国民与官员的不同待遇
进行区分。后来，英方正是依据英文本的这一表述，声称清政府早已承认英国
国民进城寄居的权利，并由此引发了中方抵制英国人入城的事件（茅海建 1998: 
101）。 
那么，《南京条约》中英文两个文本的涵义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现在，可
以肯定地说，这个差异的由来应当与马儒翰有关联，因为他是两个译本的经手
人和最后确定者。而且，他这样做很可能是故意为之，而不是受水平所限，原
因有三：其一，马儒翰精通中国政治和人情，不会不知晓港口与城邑的区别；
其二，条约签订三天后，耆英即在照会中解释，英国“只可于港口建设会馆”，
以备英国商民居住，可见中方在此问题上立场坚定且态度明确；其三，马儒翰
之父马礼逊当年来华时，曾受尽外国公民无法入城的苦头，马儒翰本人对此感
同身受（胡其柱、贾永梅 2010: 89）。因此，很有可能是马儒翰刻意为之。这
样做既可瞒过中方代表，又可为争取入城寄居提供所谓的“合法依据”。 
就这件事情来说，马儒翰作为一名译者又一次发挥了其能动性。虽然就整
个条约来说，将其中一处的“港口”一词改写为“城邑”一词，改动面积确实
不大，但这种歧义带来的后果却非常严重，以至于英方依据这一带有歧义的表
述，要求清政府承认英国国民进城寄居的权利，中方掀起一场“反入城”斗争
事件。一般情况下，这种在条约里偷换概念的行为只有拥有决策权的外交谈判
家才能做出，而不应该是区区一名译员所能办得到的。而马儒翰这种超乎寻常
的行为，说明他对当时的谈判现场和局面有很大的操控力，其所扮演的角色远
远超出了译员的角色。毫无疑问，他的自主权和能动性也得到了极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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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启示与结语 
 
鸦片战争期间，马儒翰作为英方的首席翻译和中英双方的“居中翻译”出
尽了风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远不是一名普通译员所能发挥出
来的，而是兼具了译者、调解员或协调者、情报员、乃至军事家的不同作用和
角色。特别是马儒翰作为中英双方交恶情形下的“居中翻译”之身份，更是匪
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构成了交战国间外交翻译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现象
之所以能够发生，一是由于马儒翰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政治人情，而获得英方
的聘用和器重；二是由于清政府一方鄙视商人和怀疑汉人，将林则徐组建的翻
译班子一概弃之不用，而完全依赖精通中文的英方译员代为翻译和传话，以免
导致隔阂。结果，英方译员马儒翰得以扮演了“居中翻译”的角色。不过，马
儒翰并不是一个“中立者”，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或国家意识，这种意识决定了他
虽为双方的“居中翻译”，却不可避免地进行“站边思维”。实际上，他在更多
时候，都是为英方谋取利益的。 
马儒翰对中文和中国人情的熟悉，能够为英军提供切实可行的计策。英军
的一些重要战略，多半就是参考或采纳了他的意见。与此同时，由于双方将领
互不通晓对方语言，马儒翰能够充分利用起草条约文本的机会，将自己的想法
或考虑带入其中，为此后英方争夺更多权益提供“依据”。而反观清军将领，由
于不重视翻译的培养，很难获取英方的真实情报，更无法识破马儒翰在翻译上
进行的操纵。 
不过，本文无意不切实际地夸大翻译在中英交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以马
儒翰等人为代表的外交译员的确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但事实上，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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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当时中英之间的差距，是整体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即使没有翻译上的差
距，清军失败的命运恐怕也无法避免。本文的意图，只是想通过揭开历史的一
角，提醒读者注意战争背后的某些细节。 
从职业角度而言，马儒翰作为外交译者的一个典型，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
职能和作用，深得上级和同事的器重和信赖，甚至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中方代表
的信任，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由此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彰显，这已毋庸置疑。义律
曾经称赞他的中文能力很出色（The Canton Press, vol.2, no.23, 转引自 Leung 
2001: 87）。舰长贺尔也曾高度评价他在军事上的杰出贡献，认为其语文水平和
判断能力让英军在战争中占据了很大优势（Bernard 1847: 139）。他去世后，香
港首任总督璞鼎查将之视为“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Staunton 1856: 218）。由
此可见，作为一名职业人员，马儒翰在英方阵营中备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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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论文通过对鲍鹏、黄仲畬、马儒翰三位口译者的个案分析和探究，剖析
了他们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若干重要场合中的突出表现，及其所发挥
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三位译者于两次鸦片战争中表现活跃，他们在担任中英谈
判的口译任务时，皆扮演了多重角色，这些角色与译者的主体性相辅相成。有
的在谈判双方不同立场之间换位游移，在两种不同观念和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协
调，务求达成共识；有的扮演居中翻译，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英双方外交谈判
的顺利进行，达成妥协。 
在有关鲍鹏的章节中，笔者对鲍鹏的口译者主体性与其多重角色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解读。据史料证明，他在 1839 年至 1841 年的口译工作中，曾先后充
当过买办、传话人、调解人和协商者等角色。他的买办经历对其作为协商者的
角色有所促进，例如，帮助他在谈判中成功降低了赔款数额。当然，不同的角
色对其主体性的发挥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相对于其他一些角色，在充当协
商者的角色时，他的主体性得以发挥到最大。作为译者，鲍鹏是“一种职业，
多重角色”的典型代表。 
在有关黄仲畬的章节中，本文主要围绕他在广州战役、天津谈判和上海谈
判中所展现的能动性加以探讨。和鲍鹏一样，黄仲畬的现象也颇为典型。例如，
通过发掘和分析一些典型史料，笔者发现，黄仲畬在上海谈判期间，确有一些
突出表现，于两种意识形态及立场之间不断穿梭换位。他正是以这种方式稳住
了英国人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在中英双方之间的矛盾中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或者说寻觅到一条路子，能够有效打破僵局，使事态朝着有利于谈判或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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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发展。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他的教育和工作经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
在做双方联络人时的表现。 
在有关马儒翰的章节中，本文主要根据他在《穿鼻条约》和《南京条约》
等重要谈判活动中不同寻常的表现，对其自主权和能动性进行了阐述。应当说，
作为职业译员，马儒翰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能够绕开上级直接与对方代表对
话，且能够知己知彼，换位思考，善于从对方的思维方式和心理感受出发，逐
步破除清朝官员顽固观念所形成的障碍，最终达到谈判的预期目的；此外，他
凭着对中国政治和人情的精通，为上级出谋划策，甚至利用自身对谈判现场的
操控力在条约中偷换概念，为自己的民族谋取利益。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中英外交谈判的冲突语境下，口译者出于种种原因
往往有一些特殊的行为表现，他们不同于和平时期的译者，能够遵守“忠实性”
原则，既忠实于原话人的语意，又忠实于所代表国家的立场。而处于冲突语境
的口译者，多半会背离这种原则，而采取更为灵活的变通方法和手段，一是由
于战争语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二是由于口译者不同于笔译者，他们直接面
对谈判双方的人员，因此很容易受到谈话对象的影响，这也是他们之所以依据
事态变化和现实需要而采取不同对策的一个原因。他们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以
多重身份出现在谈判和交涉现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不过，三位译者之间也有不同的情况和表现。这种差异是中英两国的不同
国情和社会环境使然。鲍鹏和黄仲畬作为中方译者，在清朝政府不重视对外关
系，不重视外语人才培养，甚至严重歧视翻译人员的背景下，他们多半是半路
出家，临危受命，未经系统的外语专业培养和专门的外交翻译职业训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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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外语水平和职业素养相对不高，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国家、团体或个人
的利益，有时出于一种矛盾或复杂的心理，甚至为了保全性命，自觉利用或客
观上受制于先前的工作经验和习惯，扮演了多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他
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就马儒翰而言，作为英方译员，他受其父亲马礼逊之
影响，从小接受了专门和系统的中文教育，满怀理想和抱负，立志为国家效力，
又受到英国政府的器重和同行的尊敬，在一种春风得意的利好环境中进行翻译
工作，自觉利用自身的职业特长，身兼多重角色，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 
最后，笔者重申：本文无意夸大翻译在中英交战中的作用。实际上，从多
位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时中英之间的差距，是整体的而不是某一方面的。
即使没有翻译上的差距，清军失利的命运似乎也无法避免（茅海建 1998）。本
文的意图，只是想从翻译史研究的视角，提醒读者注意鸦片战争背后的某些细
节。与此同时，笔者也并不认为只有鲍鹏和黄仲畬二人分别主导了第一次鸦片
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中方翻译，而仅有马儒翰一人主导了第一次鸦片战
争中的英方翻译。事实上，清军对英方情报和资料的收集以及英军对中方情报
和资料的收集，还依靠了其他译者，只是鲍鹏、黄仲畬和马儒翰在各自的翻译
队伍或职业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具代表性，更容易引起翻译史研究的关
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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